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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茅坤是“唐宋派”其中一位代表文人，亦是《唐宋八大家文鈔》的編者。

《文鈔》裡頭收錄了唐宋時期八位文人的作品以及編者自身對於這些文章的評論。

除了展現出茅坤在學習古文時后對於這些文章的見解、批評，亦表達茅坤自身文學

理論。 

《文鈔》中所收錄的韓愈、柳宗元兩位唐代文人，在唐代時期為了將當時盛

行的駢文風氣矯正回來，開始於文壇中推行古文運動，倡導人們研習秦漢時期或以

前的文章。韓愈文章中的自成一格以及柳宗元文章的相輔相成，使得茅坤將此二人

作為《文鈔》中的首二位文人代表。除了彰示著他所推崇的文學理論的開端，亦表

達了他自身文學接受的傳承。 

 茅坤對於韓愈、柳宗元之文的評價除了在他編書時給予的那三言兩語之論以

外，亦可從他為他們的《文鈔》所著的“引”中看出端倪。在茅坤眼中，韓文的

“首振而出”、柳文的“相輔羽翼”，這些以外都有另有著更深的文章特色以及應

該注意學習的地方。 

 故此論文中將配合茅坤的文學接理論論他對韓、柳之文的接受，接著再通過

他所撰寫的《韓愈文鈔引》以及《柳宗元文鈔引》開始解析他眼中二位文人的特色，

最後再輔以他對他們文章的評價，架構出完整的“茅坤論韓愈、柳宗元之文”的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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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唐宋八大家”概念的雛型其實是源於南宋呂祖謙編撰的《皇朝文鑑》。后明

初朱右所編的《八先生文集》首次將八位唐宋文人齊名而論。明中葉時期，“唐宋

派”興起，其中一位古文學者唐順之編《文編》，收八大家之文為一集，“唐宋八

大家”由此定型。而同期的另一古文學者茅坤，十分推崇《文編》。落職而居于郷

的茅坤，在鄉居期間同時教導學生學習古文。為能讓學生理解學習古文之徑以及宣

導唐宋派理論，茅坤于六十八歲時編撰了《唐宋八大家文鈔》1一書，收唐韓愈、

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澈八人之文。《文鈔》編成之

後，因受後世之人所重視，也由此奠定了八人在人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地位。

茅坤在《文鈔》中所撰寫的評論，也為後世人們在認識此八人文章時有了基本的依

據。韓文與柳文作為唐代文人代表被選入茅坤所的《文鈔》之中，除了是因為茅坤

自身對於這二位文人文章推崇，亦有其身處自身時代中必選這二人的原因。故在此

論文中將探討的議題，便是茅坤對韓愈文與柳宗元文的看法與其選擇這二位文人的

意義。 

第一節 選題意義 

自茅坤撰《文鈔》，為後世之人撰寫古文之時提供了範本。八大家之文也因

此較之前更為人們所關注，為八大家文章做注校解者自亦不在話下。在浩浩人海之

中擇明茅坤為此論文研究對象，除茅坤乃落實并宣揚了八大家文章與名聲之人外，

                                                             
1 一下敘述將簡略為《文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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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茅坤編《文鈔》之餘將自身對文章為評論批註在其中，為此文集添了更深一層

之含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一段評語為如此：“然八家集浩博，學者遍讀為難，

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

學者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故亦有由。”2 

縱觀茅坤為八大家之文所做之注，篇幅雖短小卻能作為引入點讓後世之人在

學習之時能夠有所悟之餘不影響其思想，使人能夠自省其文中之意。故，茅坤之

《文集》已被用作後世之人的古文教科書範本。另，《文鈔》亦可作為探究茅坤評

價唐宋八位文人的一本評論集與資料集。由此便引申出此論文研究的一大方向，即

明代茅坤在編撰《文鈔》之餘，在閱覽這些作品時是如何看待其文與其人的。 

“唐宋八大家”顧名思義即概括了唐與宋二代之文人。此八人中韓愈及柳宗

元二人為唐代古文代表，另六人則為北宋古文代表。《文鈔》內收韓愈文鈔十六卷、

柳宗元文鈔十二卷、歐陽修文鈔三十二卷、王安石文鈔十六卷、曾鞏文鈔十卷、蘇

洵文鈔十卷、蘇軾文鈔二十八卷、蘇轍文鈔二十卷，總一百四十四卷。其中更有茅

坤各為他們所撰寫的引與傳，總計八篇，寫其鈔所收錄之人文采與文數量，其中則

涵蓋了茅坤對其文人的看法。話雖如此，僅憑《文鈔》中茅坤對各篇章的評論來解

其惑尚嫌不足，因其資料整理起來不僅繁瑣，且所含之信息過於零散而雜亂。 

韓愈與柳宗元二人，身為唐代時期的文人，在當時候反對駢文而倡導古文的

運動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明代的茅坤在明中葉時也遇到了同樣需要反對一種文

                                                             
2紀昀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三十九》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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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倡導另一種文體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茅坤選擇了這兩位文人作為“八大家”

的兩位首要代表人物，其實是茅坤作為一次文學改革首要推出的兩個代表，即彰顯

茅坤反對崇古擬古的決心，亦告訴眾人自己所推崇的唐文中便包含了這樣的思想函

以。那麼，茅坤對於韓愈的文章和柳宗元的文章的文學接受是怎樣的？對於這二人

的文章又有何看法？這問題卻無人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此論文研究將以茅

坤如何評斷韓柳文為主軸，再輔以茅坤所撰《昌黎文鈔引》與《柳州文鈔引》為切

入點探討茅坤眼中的韓愈與柳宗元文章。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在收集關於茅坤、韓愈與柳宗元的資料期間，發現前人對於韓愈、柳宗元的

文章雖多有研究，對於茅坤的研究卻是極少的。關於茅坤前人研究，目前所擁有的

研究著述包括了張夢新的《茅坤研究》3，側重點為茅坤之生平事跡、年表、文學

論點以及茅坤之文學創作和張夢新與張大芝一起點校的《茅坤集》4。針對茅坤對

於韓柳之文評價類的研究卻寥寥無幾，目前所見研究較多乃關於茅坤與《文鈔》的

研究，其中就包括了莫山洪的《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5、林春虹《〈唐宋

八大家文鈔〉與茅坤的文統觀》6和閔澤平的《茅坤與唐宋八大家學術譜系的構建》

7。 

                                                             
3 張夢新著，《茅坤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4 張大芝、張夢新點校，《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 
5
 莫山洪著，《論茂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欽州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13 年。 

6 林春虹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與茅坤的文統觀》，《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2012

年。 
7 閔澤平著，《茅坤與唐宋八大家學術譜系的建構》，《長江學術》第 3 期，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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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的範圍里，韓、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為收錄成

集的研究成果，即著書；二為單篇發表論文。唐代的韓愈研究著述則有羅聯添的

《韓愈研究》8和鄧潭州的《韓愈研究》9。另外亦有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韓愈研究》10，共兩輯、陳新璋等人出的《韓愈研究》11還有廣東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韓愈研究論文集》12，將與韓愈相關的論文收錄成書。而以“韓學”為主的

研究則有楊國安著的《宋代韓學研究》13以及閻琦和周敏著的《韓昌黎文學傳論》

14。對於韓愈的考究則包括了宋代呂大防的《韓愈年譜》15、陳克明的《韓愈評述》

16、陳新璋的《韓愈傳》17劉國盈的《韓愈評傳》18、錢基博的《韓愈志》19、市川

勘的《韓愈研究新論》20、洪流等著《韓愈的一生》21和幾位外國學者的研究就包

括了前野直彬的《韓愈的生涯》22還有清水茂的《韓愈》23。 

其他關於其散文、資料與文集的整理就有陳發前的《韓愈文集探元決異》24、

董弟德校詮《韓集校詮》25、鄧國光《韓愈文統探微》26、高海夫編《韓愈散文精

                                                             
8 羅聯添著，《韓愈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 年。 
9 鄧潭州著，《韓愈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10 方烈文、陳新璋、曾楚楠編，《韓愈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1

 陳新璋、方烈文、曾楚楠編（1998），《韓愈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2 《韓愈研究論文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3  楊國安著，《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14

  閻琦、周敏著，《韓昌黎文學傳論》，西安：三泰出版社，2003 年。 
15 【宋】呂大防著，《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16

 陳克明著，《韓愈評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17 陳新璋著，《韓愈傳》，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8

 劉國盈著，《韓愈評傳》，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 年。 
19 錢基博著，《韓愈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20 市川勘著，《韓愈研究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 年。 
21 洪流、黃挺、曾楚楠著，《韓愈的一生》，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 
22 前野直彬著，《韓愈的生涯》，東京：秋山書店，1966 年。 
23

 清水茂著，《韓愈》，東京：岩波書店，1958 年。 
24 陳發前著，《韓愈文集探元決異》，西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25 董弟德校詮，《韓集校詮》，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1986 年。 
26 鄧國光著，《韓愈文統探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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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選》27、方崧卿《韓集舉正》28、何法周《韓愈新論》29、胡守仁《韓愈敘論》30、

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31、錢伯城《韓愈文集導讀》32、吳文治《韓愈資

料彙編》33和《韓愈》34、孫昌武《韓愈散文藝術論》35、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

36還有殷孟倫和楊慧文的《韓愈散文選註》37。 

與韓愈散文創作研究相關的前人研究結果就包括了錢基博的《韓文讀語》38、

陳柱的《札韓篇》39、王錫昌的《韓愈評傳》40、孫昌武的《論韓愈的散文藝術成

就》41、胡守仁的《試論韓愈的散文》42、張嘯虎的《試論韓愈政論散文的藝術成

就》43、饒德江的《論韓愈傳記文學的生命力與藝術美》44、龔德才的《澹宕多奇 

不類舊常——試論韓昌黎碑誌創作的成就》45、曾子魯的《試析韓愈散文立意謀篇

的“奇處”》46和《試析韓愈散文的“變”與“奇”》47、周奇文的《淺談韓愈散

                                                             
27 高海夫編，《韓愈散文精品選》，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8 方崧卿著，《韓集舉正》，東京：汲古書院，2002 年。 
29 何法周著，《韓愈新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年。 
30 胡守仁著，《韓愈敘論》，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31 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2 錢伯城著，《韓愈文集導讀》，巴蜀出版社，1993 年。 
33

 吳文治著，《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1983 年。 
34 吳文治編著，《韓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35 孫昌武著，《韓愈散文藝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6 年。 
36

 楊國安著，《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37 殷孟倫、楊慧文著，《韓愈散文選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8

 錢基博著，《韓文讀語》，《光華大學半月刊》第 1 卷地 1-5 期，1932 年。 
39 陳柱著，《札韓篇》，《學術世界》第 1 卷第 8-12 期，1936 年。 
40

 王錫昌著，《韓愈評傳》，《時代青年》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 
41孫昌武著，《論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遼寧師院學報》第 2 期，1981 年。 
42 胡守仁著，《試論韓愈的散文》，《爭鳴》第 2 期，1981 年。 
43 張嘯虎著，《論韓愈政論散文的藝術成就》，《中州學刊》第 3 期，1984 年。 
44 饒德江著，《論韓愈傳記文學的生命力與藝術美》，《武漢大學學報》第 3 期，1987 年。 
45

 龔德才著，《澹宕多奇 不類舊常——試論韓昌黎碑誌創作的成就》，《中國文學研究》第 1 期，

1987 年。 
46 曾子魯著，《試析韓愈散文立意謀篇的“奇處”》，《江西師院學報》第 4 期，1982 年。 
47 曾子魯著，《試析韓愈散文的“變”與“奇”》，《青海師院學報》第 3 期，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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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氣”的風格特征》48、《時代需要與韓愈散文之風格》49和《韓愈的人格與

散文風格》50、孫金榮《韓愈散文與政治》51、張國榮《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52、

郭明達的《論韓文的雄渾》53、吳小林的《論韓愈散文的結構美》54、鄧小軍的

《韓愈散文的藝術境界》55、鹿琳《試論韓愈散文的章法美》56、範文志《讀韓愈

散文的諷刺藝術》57和《試論韓愈散文的語言美》58、黃傑忠《委婉、雄直：韓愈

贈序藝術探微》59和王章煥的《韓愈散文的敘事藝術》60等。當然，有正面的評價

也會有負面的觀點，周作人的《談韓愈與桐城派》61以及高則明的《韓退之“挨

罵”》62皆點出了韓文的一些不足之處。 

柳宗元研究的著述則包括了孫昌武著的《柳宗元傳論》63、吳小林的《柳宗

元散文藝術》64、段醒民的《柳子厚寓言文學微探》65、顧易生的《柳宗元》66、

施子愉《柳宗元年譜》67、文安禮《柳先生年譜》68、吳文治《柳宗元年譜》69、

                                                             
48 周奇文著，《淺談韓愈散文“尚氣”的風格特征》，《長江師院學報》第 2 期，1984 年。 
49 周奇文著，《時代需要與韓愈散文之風格》，《長春師院學報》第 3 期，1986 年。 
50 周奇文著，《韓愈的人格與散文風格》，《長春師院學院》第 2 期，1990 年。 
51 孫金榮著，《韓愈散文與政治》，《山東社會科學》第 5 期，1995 年。 
52 張國榮著，《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大學文科園地》第 2 期，1987 年。 
53

 郭明達著，《論韓愈的雄渾》，《語言文學論文集》，北京：北方論叢叢書，1985 年。 
54 吳小林著，《論韓愈散文的結構美》，《文學評論》第 1 期，1986 年。 
55 鄧小軍著，《韓愈散文的藝術境界》，《人文雜誌》第 1 期，1994 年。 
56

 鹿琳著，《試論韓愈散文的章法美》，《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6 期，1992 年。 
57 範文志著，《讀韓愈散文的諷刺藝術》，《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2 期，1991 年。 
58

 範文志著，《試論韓愈散文的語言美》，《大慶師專學報》第 2 期，1991 年。 
59 黃傑忠著，《委婉、雄直：韓愈贈序藝術探微》，《河池師專學報》第 1 期，1992 年。 
60

 王章煥著，《韓愈散文的敘事藝術》，《河南師大學報》第 7 期，1996 年。 
61 周作人著，《談韓愈與桐城派》，《人間世》第 21 期。 
62 高則明著，《韓退之“挨罵”》，《寫作與閱讀》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63 孫昌武著，《柳宗元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 
64 吳小林著，《柳宗元散文藝術》，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65

 段醒民著，《柳子厚寓言文學微探》，文津：文津出版社，1978 年。 
66 顧易生著，《柳宗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 年。 
67 施子愉著，《柳宗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年。 
68 文安禮著，《柳先生年譜》，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8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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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資料彙編》70、《柳宗元簡論》71和《柳宗元評傳》72、臺靜農《柳宗元》

73、陶劍琴《柳宗元》74和汪乃珍撰《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75。另亦有

盧寧著《韓柳文學綜論》76。 

前人對於柳宗元的散文研究包括了陳必詳的《柳宗元筆下的小石潭》77、太

田次男的《長安時期的柳宗元》78、王達津的《談散文的意境——兼談“永州八

記”》79、吳文治的《論柳宗元文學創作的藝術風格》80、星川清孝的《永州山水

與柳宗元》81、黃雲眉的《柳宗元文學的評價》82、劉大傑的《柳宗元及其散文》

83、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84、唐艮等的《試論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85、胡守

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評》86、孫昌武的《試論柳宗元的散文藝術》87、吳莉莉的

《柳文的悲劇美》88、吳小林的《論柳宗元散文的幽美》89、鄧小軍的《柳宗元散

                                                                                                                                                                                     
69 吳文治著，《柳宗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 年。 
70 吳文治著，《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4 年。 
71 吳文治著，《柳宗元簡論》，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 年。 
72 吳文治著，《柳宗元評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 年。 
73 臺靜農著，《柳宗元》，華岡出版社。 
74

 陶劍琴著，《柳宗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0 年。 
75 汪乃珍著，《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1 年。 
76 盧寧著，《韓柳文學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 
77

 陳必詳著，《柳宗元筆下的小石潭》，《語文戰線》第 4 期，1980 年。 
78 太田次男著，《長安時期的柳宗元》，《斯道文庫論集》第 2 期，1963 年。 
79

 王達津著，《談散文的意境——兼談“永州八記”》，《散文》第 3 期，1980 年。 
80 吳文治著，《論柳宗元文學創作的藝術風格》，《文學論集》第一集，1979 年。 
81

 星川清孝著，《永州山水與柳宗元》，《新釈漢文大系季報》第 46 期，1976 年。 
82 黃雲眉著，《柳宗元文學的評價》，《文史哲》第 10 期，1954 年。 
83 劉大傑著，《柳宗元及其散文》，《文學遺產選集》第 3 集，1960 年。 
84 振甫著，《柳宗元的散文》，《新聞戰線》第 19、20 期，1959 年。 
85 唐艮著，《試論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揚州師院學報》第 9 期，1962 年。 
86

 胡守仁著，《柳宗元散文評述》，《江西師院學報》第 1 期，1980 年。 
87 孫昌武著，《試論柳宗元的散文藝術》，《南開學報》第 3 期，1980 年。 
88 吳莉莉著，《柳文的悲劇美》，《讀寫月報》第 11 期，1988 年。 
89 吳小林著，《論柳宗元散文的幽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5 期，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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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藝術境界》90。關於柳宗元的散文研究，多以文體類區分，就如關於他山水遊

記之研究有周徵的《讀柳子厚山水諸記》91、振甫的《談柳宗元的山水記》92、溫

至孝的《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93等；之於他在永州時所作的“永州八記”之研究

則有楊慧文的《論柳宗元的永州八記》94、鹿琳的《〈永州八記〉——柳宗元的精

神世界與自然的完美融合》95；傳記類的研究有周陸軍等的《論柳宗元傳記的獨特

性》96、鹿琳的《柳宗元傳記文學的特色》97；政論文、雜文類的研究則有彥季的

《柳宗元的議論文——讀柳宗元文札記》98和張嘯虎的《柳宗元的政論文學作品》

99 

縱觀前人對韓柳文與茅坤先生對韓柳的研究而言，關於茅坤為八家做評論與

撰序的動機和其看法的研究尚未被人們所注意，然而茅坤作為明代唐宋派的一個重

要代表，所編《文鈔》亦是影響後世人們深遠，故其著實是一項值得人們付諸心力

的研究領域。 

第三節 研究方法 

 首先此論文將以茅坤編撰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中《韓愈文鈔》和《柳宗元

文鈔》里的文章以及評論作為首要參考資料來源。在論述茅坤如何看待韓愈與柳宗

                                                             
90

 鄧小軍著，《柳宗元散文的藝術境界》，《四川師大學報》第 1 期，1993 年。 
91 周徵著，《讀柳子厚山水諸記》，《光華大學半月刊》第 4 卷第 9 期。 
92

 振甫著，《談柳宗元的山水記》，《長江文藝》第 1 期，1962 年。 
93 溫至孝著，《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西北師院學報》第 1 期，1982 年。 
94 楊慧文著，《論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唐代文學論叢》第 3 輯，1983 年。 
95 鹿琳著，《〈永州八記〉——柳宗元的精神世界與自然的完美融合》，《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6 期，1994 年。 
96

 周陸軍著，《論柳宗元專輯的獨特性》，《湖南師大學報》第 4 期，1989 年。 
97 鹿琳著，《柳宗元傳記文學的特色》，《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5 期，1991 年。 
98 彥季著，《柳宗元的議論文——讀柳宗元札記》，《光明日報》，1961 年 06 月 25 日。 
99 張嘯虎著，《柳宗元的政論文學作品》，《文史知識》第 9 期，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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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章之前，為了能夠更加了解茅坤對這二位文人文章的評價與接受，亦會使用張

夢新所著的《茅坤研究》、《明史》以及不同的中國文學史之中所論及的茅坤形象。

配合茅坤所著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與《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為輔，探討茅

坤對韓柳文的文學接受。在這個部分中，會首先配合茅坤所著《與蔡白石太守論文

書》和《復唐荊川司諫書》這兩篇最能突出茅坤文學理論的文章開始論述茅坤的文

學接受以及文學接受的成型方式。而後在同一章中，也將以此來對茅坤收韓愈及柳

宗元二人作品入《文鈔》的原因以及茅坤對他們的文學接受程度進行論述。 

另外《韓愈資料彙編》以及《柳宗元資料彙編》二書在提供許多與研究相關

古籍資料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而後，在論述茅坤為兩本《文鈔》所做的引時，再

配合《舊唐書》、《新唐書》以及歐陽修與蘇軾的文集，開始為茅坤在引中所著的

韓柳形象進行討論。接下來，再為茅坤對這二位文人的文章進行的評價進行分析、

歸類、篩選、以及統計的工作。之後再經由統計及篩選後的文章加以論述在茅坤眼

中的韓愈以及柳宗元文章的形象。 

本文將以茅坤的背景開始，先論述他與唐宋文之間的淵源、他的唐宋派理論、

他的文學接受以及他的文學觀基本受到了那一位文人的影響。再更深一層的加以論

述他編選《文鈔》的目的以及僅僅選擇了韓愈以及柳宗元兩位文人的原因。解決了

茅坤背景的問題以後，開始正式對茅坤論韓、柳兩位文人以前，會先以茅坤為韓、

柳二人撰寫的引作為起點，開始論述韓、柳文的文章始于唐代的原因，還有這兩位

文人作品中的主要特性。接下來，便是將經過統計的韓、柳文章加以辨析，論述茅

坤眼中此二人的作品中到底有什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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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論文將分成幾個部分進行討論：一為茅坤的文學理論成型原因以及

《文鈔》編撰原因；二為茅坤擇韓、柳二人入《文鈔》的原因；三為從茅坤為韓、

柳二人所撰寫的引中看茅坤對於他們的看法；四為從茅坤對其文章評論中論茅坤對

此二人的文章看法。在論述過程中，希望能夠妥善利用《文鈔》中的文章與評論對

茅坤論韓愈、柳宗元之文做出完整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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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茅坤對韓柳的文學接受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浙江歸安華溪（今湖州花林）人。生於明朝正德七

年七月（八月三十一日），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九十

歲。嘉靖十年，茅坤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落榜后數次再考亦無法成就。直至嘉靖十

七年，茅坤才最終成為了進士。據張夢新的《茅坤研究》中載的《明清進士題名碑

錄》表示，嘉靖十七年戊戌科，共取 320 名，而茅坤則名列第三甲第一名。茅坤

逝世時雖已九十的高齡，然而其在位為官的時期卻不長。嘉靖三十四年，尚且四十

四歲的茅坤便已落職還鄉，展開了他近四、五十年的鄉居生涯。茅坤一生結識了許

多文人朋友，更與歸有光、唐順之和王慎中等人結成了後世所稱的“唐宋派”。在

萬曆七年間，他編成了影響後世對“唐宋八大家”印象極為深遠的《文鈔》。《明

史·茅坤傳》有記載：“坤善古文，最心折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

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抄。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

不知茅鹿門者。”100由此可以看出茅坤對於奠定了唐宋八大家地位的貢獻。 

第一節 茅坤的文學接受與文學理論 

 茅坤的文學理論在萬曆七年編成《文鈔》時可以說已是一個成熟完整的體系。

此時的茅坤在自身的文學理論表面上主要是站在推崇唐宋兩朝文章的立足點之上，

實際上卻不盡然。推崇唐宋兩派的古文並非是茅坤一開始的文學接受，而是在日漸

增加的閱讀經歷與體認之後一步一步慢慢架構成的。這種文學理論架構體現在他的

文學作品上最為最詳細的文章有二，一為《復唐荊川司諫書》；二為《與蔡白石太

                                                             
100 張廷玉，《明史·茅坤傳》卷兩百八十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7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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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論文書》。《復唐荊川司諫書》作於嘉靖二十三年，屆時茅坤三十三歲；而《與

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作於嘉靖三十年，茅坤四十歲。這兩部作品皆是在茅坤尚未落

職還鄉前寫的，當時候唐順之也依舊在世。茅坤在這兩部作品里幾次三番地提到唐

順之對他說過的話，也表示自己是因此而有所醒悟。故此可以說明茅坤的文學理論

與接受皆是在他尚未鄉居以前便成型了，且受到了唐順之非常大的影響。 

 兩篇文章之中均能夠看出茅坤最先醉心的文章風格其實是秦漢時期之文。爾

後他雖在許多文章中均指出了當時候的前後七子在為文上的刻意模仿秦漢之文，然

而實際上茅坤也擁有過這樣的時期。在《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中他就曾經坦言了： 

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若一字一句不中

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

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

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乃取百家文之深者按覆

之，臥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因而悟曩之所謂司

馬子長者，眉也，髮也。101 

此時茅坤仍在仕途上，卻已是在被貶謫期間，他在書信的開頭便已表示自己因為貶

謫期間無事，便開始將以前所學拿出來重新認識，也整理出了自己的一套文學理論。

茅坤自己承認在他最初一開始學習作文之時亦是有過一段模仿司馬遷的時光，且是

到了“若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悽也”的程度。而那時候的茅坤，是

秉持著“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的態度來對待唐以後的文章的。文章中所提到的

                                                             
101 茅坤著，《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 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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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川，說的是茅坤在文學道路上最為重要的一名朋友——唐順之，唐順之作為茅坤

的友人，很大程度地影響了茅坤的文學觀，在上述的文章裡頭，茅坤因為唐順之的

那一句“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

輕議為也？”而開始去思考唐以後散文的價值，後來才慢慢開始接受了唐宋時期的

古文。有一點在這裡必須澄清，茅坤與唐順之等人雖然皆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然

而真正欣賞并推行唐文與宋文的其實是茅坤，其餘的歸有光、唐順之等普遍上更傾

向于宋文而非唐宋文。後世之所以將他們歸為唐宋派，與其說是以他們推崇的文章

來區分，不若說其實是受到了茅坤所提出來的整體文學理論的影響。以下將會論述

之。 

 茅坤所提出來的關於其散文的文學理論，其實主要是為了能夠與當時候的前

後七子的文學理論抗衡，在茅坤身處的明中葉時期，復古思潮興盛，許多的派別都

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而前後七子的復古擬古，則在很大程度上被當時候文人

們接受。七子們被稱之為“秦漢派”，顧名思義便是推崇秦漢時期文章的派別。只

是他們的“推崇”並不僅僅是呼籲人們閱讀學習當時候的文章，更多的是要求人們

摹擬秦漢時期的文章字句。茅坤與他唐宋派的友人們并不讚同這樣的文學觀點，他

認為為文不應該是一味的摹擬之作，而是應該學習古人作文時的神韻，並將這些東

西自我消化以後變成自己的東西。茅坤等人雖被成為唐宋派，然而除了推崇唐宋文

以外，亦推崇秦漢時期的文章，不過要求人們學習的東西卻不一樣。 

 在《復唐荊川司諫書》中茅坤曾如此與唐順之討論過自己的文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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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

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為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

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與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擇起伏，左回右顧，前拱

后饒，不致沖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

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

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昆侖也，所謂其祖龍是以。

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為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

所謂太行、華陰而秦中者也。故其氣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為眼界，是猶入金

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崤、函以窺秦中者已。

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102 

茅坤所講求的“龍法”，是建立在六經的基調上的，六經是“昆侖”亦是“祖龍”。

在六經的基礎上，要再滲透司馬子長以及韓愈等人的古文中之“神理”。在文章中

茅坤也提到這樣的滲透並不是要求文章刻意的強求其中的字句對照，而只是追求其

中的神韻精髓。原文為下： 

為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搗中原，

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

何必其盡相同！103 

其為文不必像司馬遷、韓愈、或是歐陽修等人，而是“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他

認為“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相同”，每以為文人在為文做字只是

                                                             
102 茅坤著，《復唐荊川司諫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 191-192 頁。 
103 茅坤著，《復唐荊川司諫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 191-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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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用意，下筆之時自然便會有其奇之處，又何必完全一樣。從這裡便可以

看出茅坤對於其文壇上那一種以為崇古擬古的為文方式的不滿與批評。 

 提到為文時所追求的神韻，茅坤在文章之中所追求的其實是一種“情”與

“神”相結合的境界。他在《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中也曾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

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

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

其於文也亦然。104 

由於重視的文章中的“情”與“神”，茅坤希望得到的是一種“蓋各得其物之情而

肆于心故”的境界，而不是“區區句字之激射者”，倘若一位文人在為文時因過分

重視文章的形式而忽略了文章中要表達的情，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因此茅坤在《唐

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也曾經明確的提出了自己欣賞秦漢之文與唐宋之文的原因：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谷大川，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

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

子長，下采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

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岩崱屶，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

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105 

                                                             
104 茅坤著，《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 165 頁。 
105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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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認為不論是司馬遷、班固，還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在他們的文章之中皆

擁有一種使人醉心折服的神韻在。譬如司馬遷的文章是“如長谷大川”的；班固的

文章是“斟酌經緯”；韓愈文章“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

山立，怪者霆擊”；而柳宗元的文章則“巉岩崱屶，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

至”。 

 故在此可為茅坤的文學理論做一個小總結，即茅坤認為為文者必須以六經為

基礎再加上學習古文中的神韻，使得文章中即可擁有古文中的情與神相結合的美感，

又不失自己的風格，並且茅坤是極力反對一味的崇古擬古的那一類只重視形式而不

重視神韻的為文方法的。上面方才也提過，唐宋派在推崇唐宋古文之餘其實也同時

醉心秦漢時期的文章，因此茅坤的文學接受與其說是受唐宋時期的文章影響，不如

說是在秦漢時期的文章風韻的基礎上，將自己的文學理念消化并同時運用在唐宋時

期的文章上。而想當然爾，茅坤對於唐宋時期的文章是給予高度肯定的評價的，這

一點可以從他著手編撰《文鈔》并對之加以一條條評論上看出。除此之外，在上述

所提到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亦可說明唐宋文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其

實是與秦漢時期的文章在同一個位置上的。 

 

第二節 茅坤擇韓柳文為《文鈔》之動機與原因 

 在論述茅坤為何要將韓柳二人作為《文鈔》的首開二文人之前，首先要釐清

的，是茅坤編《文鈔》的目的。就如上述所言，茅坤編成《文鈔》時是萬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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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茅坤已經是六十八歲高齡的老翁了，從仕途上隱退也已經有二十四年的時光。

對於鄉隱之後的生活，茅坤大抵上將自己的時間都花在了文學研究上面。在他四十

五歲的時候，好友唐順之編成了《文編》六十四卷，其中收錄的作品就包括了秦漢

時期以及唐宋時期的作品，而唐宋文人便是後來茅坤收於《文鈔》的那八位代表人

物。有學者以為茅坤的《文鈔》是在唐順之的《文編》的基礎上編成的，這一點並

不能完全被否定，因為茅坤的文學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唐順之的影響的，根據

《明史》記載：“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然而，從唐順之編選的《文編》中亦

可以發現他並非只推崇唐宋文而是秦漢與唐宋文皆得，可至於茅坤以後卻僅存唐宋

時期的文人代表而不露秦漢之文。這間中的緣由便仍得上究到茅坤編選《唐宋八大

文鈔》時的動機。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中茅坤有提到： 

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

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揚雄、班固輩，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為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

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隨、唐之間，文日以糜，氣日

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106 

這裡說明的是茅坤的一種文學理念，他所推崇的文章乃是自六經以後直至秦漢時期

的文章，他認為在秦漢以後“六藝之旨漸流失”，而直到唐以前的文章都可謂是

“文日以糜，氣日以弱”的。而使他動手開始編選評論《文鈔》的，乃是為了抗衡

當時候前後七子所推崇的“秦漢派”。他在敘文中寫道： 

                                                             
106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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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輳，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

《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

雄耳，其于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淫涤濫，而互相剽裂已乎！107 

茅坤認為像前後七子等人雖然標榜著崇古擬古的旗幟在當時候掀起的那一股復古思

潮只是一種外表看起來大義凜然，實際上在行剽竊之實的舉動。對於這樣的舉動，

茅坤是抱著一種不齒的態度的。他說：“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

以後且薄不足為。”108當時候的“秦漢派”代表李夢陽推出的文學理念便是一種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理念，且認為文章是一代不如一代，然而茅坤卻以為：

“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109。因此，他在文中亦說： 

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

文，而稍微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劵，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

左。110 

為了堅定自己反對“秦漢派”觀點的茅坤在選取文章之時特別選擇了唐宋時期的文

章，目的就是告訴當時的人們唐以後的文章亦有值得學習效仿的地方。然而必須再

次聲明的，是在茅坤心目中的文學接受，除了唐宋時期文章以外亦是包括了秦漢時

期的文章的，這一點在上一節便已經論述過了。 

                                                             
107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11-12 頁。 
108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9 頁。 
109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9 頁。 
110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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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茅坤編選文章之時取唐代文人二位為韓愈和柳宗元；宋代文人六位為歐陽

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和蘇轍，除了是受到了唐順之的《文編》影響以外，

亦有自己的觀點。在上一節中也提到唐順之相較於唐文更傾心與宋文的觀點，然而

茅坤卻不盡然。在《文鈔》中，他不僅將韓愈與柳宗元的文章置於整本文集的首兩

位，更是將韓愈作為八大家之首來端正整個八大家的文學地位。一樣是在《唐宋八

大家文鈔原敘》裡面，茅坤有提到： 

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

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

大較并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111 

韓愈對於茅坤而言，是自秦漢后的文學風氣逐漸糜爛以後照亮出來的第一道陽光。

除此之外，韓愈之於茅坤亦有一種自成一家之言的存在。茅坤再為韓愈之文作評價

是於《送浮屠文暢師序》中提出：“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112的論述；在《送王

秀才序》中亦有：“退之立自己門戶”113的語論，與之相近的評論在茅坤所編的文

集中還有八篇，這一點會在下一章“茅坤論韓文”中在加以論之，這裡便先點過不

再提。因此，如此自成一家的韓愈之於茅坤欲使自己的文學理論在當時候站穩腳步

而言便成為了十分重要的一個存在。 

 再者，柳宗元文章存在的必要性則是他作為與韓愈文章“從而和之”的存在。

在唐代的時候，柳宗元的文章聲望其實是高於韓愈的。自宋代歐陽修開始推崇韓愈

                                                             
111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5-6 頁。 
112 韓愈著，《送浮屠文暢師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93 頁。 
113 韓愈著，《送王秀才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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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起，韓愈在文學領域上的地位才逐步被提升，然而柳宗元的文學地位卻始終沒

有因此而被忽略，反之是將韓愈與柳宗元相提並論，因此茅坤想以韓愈之文作為他

打響“唐宋派”文學理論的第一炮，柳宗元的文章對他而言也就變得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韓愈與柳宗元在少年開始作文以前所接觸的文章大抵都是茅坤所

推崇的六經與秦漢之文為主，故其文章之間便可循“六藝之遺”。在這樣的前提之

下依舊可以“獨開門戶”，因此茅坤稱他們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 

從另一點來看，茅坤編《文鈔》的用意除了是評擊“秦漢派”的從古擬古外，

還有另一個用意便是將這部文集作為當時候的一本教科書而進行編撰的。而距離茅

坤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論至他編成文集，中間其實相隔了有二十八年的時光了。促成

他著手編撰的，是當時候的一種文學風氣。明代中葉時期的復古派相當興盛，然而

所謂復古卻各有各家的說法。再這樣的情況下為了能夠是自己的盧綸站穩腳步，茅

坤便必須擁有一步能夠能夠彰示著自己的復古風格的東西。為此《文鈔》便是不可

或缺的。而在《文鈔》中，韓愈與柳宗元的存在亦是不可或缺的，除了因為上述已

經提過的理由之外，還因為他們的文章風格中擁有茅坤所欲宣揚的理念。韓愈文章

的“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114；柳宗元文章

的“巉岩崱屶，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115，還有兩者文章之中所帶有的六

經、秦漢文的思想，都與茅坤在其文學理論上所強調的那一種學習古代文章的風韻

時不失自己論調的意思不謀而合。于似乎在茅坤決定以唐宋時期的文章作為自己理

論的一種基調時，韓柳之文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114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 頁。 
115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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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的《文鈔》不僅在文學的地位上奠定了“唐宋八大家”的名目，其中所

宣揚的文學理論亦是影響了後世的文人們。而對於這部文集，後世雖亦有褒貶，但

其價值亦是不可被磨滅的。作為八大家的首二位代表人物，在茅坤的推崇下亦是擁

有了更堅定而不可磨滅的文學地位。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有云： 

然八家集浩博，學者遍讀為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

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者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頌，故亦

有由矣。116 

這裡說的是明清時期時文人所面對的一種學習上遇到的版本問題。茅坤所編的這部

文集，雖裡面的評語只有寥寥數語，然對於初入學習文章的人們而言卻無疑提供了

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故稱“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頌”。面對後世如此的評

價，在這裡亦要引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中的一段話為他做些辯護： 

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矣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

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盭已。117 

茅坤自稱“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故在評點各家文章之時“矣不敢自以得八

君子者之深”，只能“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盭已”。由於認為自

身對於各家的文章要義還沒完全掌握好，所以僅只是點出了各篇文章中的大方向，

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在學習文章的時候能夠不與其中的“大道”相駁斥。茅坤的文學

理念是學習古人文章亦要有自己的本事，故在此亦可推斷說茅坤之所以將其點評僅

                                                             
116 紀昀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三十九》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 30 頁。 
117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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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三句點筆帶過，便是不欲讓後世人們在閱讀之餘過分看重他所認為的意思，而

是將他的點評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公用，企圖帶出後世各文人們學習時所領悟到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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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茅坤論韓文 

韓愈是中唐時期一位極力推崇古文發展的重要先驅。韓文的出現為後世開了

一個楷模，使後世的文人在習古文時無不以韓文為模範，宋代大文豪歐陽脩曾曰：

“其後天下學者已漸趨於古，而韓文逐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

可謂盛矣。”118 韓愈觀以先秦兩漢之書，認為自魏晉以後之文一代不如一代，孔子

所遺留下來的六藝也已被人們所遺忘。故將自身所學之古文精髓融會貫通，而文自

成一家。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載： 

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

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

大較并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119 

明代中葉“唐宋派”興起，明代的復古思潮增添了更多的文章學習典範要旨。

唐宋派將唐宋文推舉出來以圖能夠使明代的散文風氣趨於唐宋時期。其中茅坤更是

將韓文作為其中一個重點模範教授于門生。在編撰《文鈔》時，茅坤將韓文作為第

一位文人代表，稱集為《韓愈文鈔》。此舉說明了韓愈作為一位古文家的重要代表

在茅坤心中的文學地位是十分崇高的。 

                                                             
118 歐陽脩著，《記舊本韓文后》，《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 1056-1057

頁。 
119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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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文鈔》收韓愈文一百九十篇文章，另有茅坤所著《韓文公文鈔引》與

《韓文公本傳》二篇以補充說明其文與其人之特點與生平。既然如此，茅坤對於韓

文究竟存在著何種看法，是褒？是貶？茅坤為何會有對韓文有此評價？此其中的觀

點是否受他人影響？在此章節中，敘述部分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將視角從

茅坤為《韓愈文鈔》所著的《韓文公文鈔引》入手，解析茅坤對韓愈的評價，此評

價的由來與是否受前人影響的問題。完成以後，再進入第二部分延續此前的課題將

茅坤對韓文的評價做歸類，解析其中原因以建構出明代的茅坤眼中唐代的韓愈的文

章形象為何。  

 

第一節 韓文的八代崛起 

茅坤為《韓愈文鈔》作引，首一句先揭唐以前的文學風氣曰：“魏晉以後，

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如絕帶矣。”120表魏晉以後，孔子的六藝之

學逐漸消散。初步說明了魏晉以後、唐代中葉以前的文學風氣總概括。此句不僅是

表達出了韓愈所出現前的文壇情況，亦代表了茅坤心中的文學接受情況。而另一個

目的，則是為接下來所提出關於韓文崛起於唐代之時的重要性做鋪成。 

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溯孟軻、荀卿、賈誼、晁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浦

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鐘、

                                                             
120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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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呂鏗鍧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

而天下之文復趨于古。121 

茅坤在這裡提到的“德、憲之間”所指的兩個帝王是唐德宗與唐憲宗。然而，唐德

宗是唐代的第九位帝王，而唐憲宗則是第十一位帝王，中間實則尚有一位唐順宗。

茅坤於此卻略過不提。韓愈一生在其仕途上並不算坎坷，唯一一次最嚴重的貶謫便

是發生在唐順宗的時期，所捲入的紛爭後人稱之為“永州八司馬事件”，知道唐憲

宗嗣位之後才重新正式啟用韓愈。茅坤在引中特地只將這兩位帝王提出來，目的是

要將韓愈生平中輝煌的時光帶出來，用以提高韓愈的地位。另一方面，這兩個時期

因為是韓愈在仕途上得意的時期，所以他的的文章常常顯露一種昌盛的氣勢。 

如茅坤所言韓愈起於此二人之間表明自己的文學立場，乃是因覺得魏晉以後

的文學風氣逐漸弭弱，當時的學子們求取科舉之路皆使用“時文”——即駢文。然

駢文發展至唐代時期開始出現了只注重與追求形式上的美感的弊病。而韓愈提倡古

文，其文章之中不僅融合了儒家思想，以“文以載道”為中心，目的便是企圖讓唐

代的文學風氣能夠以魏晉以前的文章風格為本，摒除時文中的弊病，使文章能夠從

回秦漢時期的文章文風。 

《舊唐書·韓愈傳》曰： 

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

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

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122 

                                                             
121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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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之文溯先秦兩漢典籍之精髓，而後集大成地將其體現在自身的文章里。然而這

樣大膽兒創新的想法卻因影響力的不足與人們思想上的局限因素，在唐中葉時期只

得一班文人好友，如柳宗元、李翱、皇浦湜、孟郊的支持。故茅坤稱當時的情況

“于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鐘、大呂鏗鍧其間”。黃鐘與大呂乃《禮記·月令》中

所載河洛名族傳統音樂所使用的“十二律”123。其中黃鐘為十二律中陽律第一；

大呂則為陰律第一。說明縱使擁有如此能夠奏出美妙厲害旋律的樂器存在，欲將其

在一群耳朵失聰的人面前演奏亦是無法讓人體會他的美好的。這亦表達了茅坤以為

韓文雖好，然因咎于唐代文人們不懂得如何欣賞，因此再美麗再厲害的文章在他們

面前就如同一群雙耳失聰的人在欣賞音樂一樣。 

幸而三百年後唐入宋，先有歐陽脩得韓文而廣之，使古文風氣在宋代吹起了

一陣啟航風。宋代文豪歐陽修曾為《蘇軾文集》寫了一篇序，序中就曾提到關於韓

愈之文在唐代時的情況。《蘇氏文集序》中曰： 

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

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124 

此句不僅說明了唐代韓愈與李翱在當時代為古文奠下了穩扎的根基，亦對韓、李之

古文造詣給予了肯定。歐陽脩習古文，取的古文模範便是韓愈。作為宋代極具影響

力的宰相，韓文在歐手中終於廣被世人所知，古文也開始倍受重視。歐陽脩出以後，

                                                                                                                                                                                     
122

 劉昫等著，《舊唐書·韓愈傳》卷一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4203-4204 頁。 
123 十二律：用十二個不同長度的律管，吹出十二種高度不同的音律。十二律的音律由低至高的排

法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 
124  歐陽脩著，《蘇軾文集序》，《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 614 頁。 



27 
 

蘇軾之輩等亦繼承了歐在古文上的志向，使得古文能夠“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

趨于古。” 

 茅坤將古文的最初成就推至于後來對古文發展有著極其重要影響的歐陽脩以

前，除了自身對於韓文的肯定以外，另一個極重要的因素乃歐陽脩在《記舊本韓文

后》一文之中曾稱“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廢棄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

勢利，於是就而學之。”125如上述所提，韓文之所以能夠被人所知，其中最大的功

臣就是歐陽脩。歐陽脩推崇古文，而茅坤亦受歐陽脩影響甚多，故先立韓文之成就

以確立其在古文上之地位。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用“以前朝之斃述韓文之益”

的序事手法來凸顯出他筆下韓愈的形象之用意亦在於此。然而就文學發展的歷史而

言，韓文在唐代并不被受重視。茅坤針對這一點在《韓文公文鈔引》中提出了這樣

的觀點： 

隋唐之文，其患在糜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廼若近代之文，其患在

勦而贗，有志者茍欲出而振之，而其為力也，不尤戛戛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

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126 

這樣的敘述方式不僅讓人一覽唐以前的文學風氣，亦可帶出茅坤對於韓文之所以無

法盛行于唐做出了一種辯解。在《韓文公文鈔引》中，茅坤不僅一次先後指出“魏

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如絕帶矣”或“隋唐之文，其患

在糜而弱”、“ 固已難矣。乃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剿而贗”這樣的論述，所欲表

現出來的重點並不真的在於指出這些時代之文之弊，而是說明韓愈身處的時代以前
                                                             
125  歐陽脩著，《記舊本韓文后》，《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 1056 頁。 
126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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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也有推崇古文的文人集團存在，卻無人能夠擁有足以改變整個朝代文學風氣的

力量。至於韓愈時代開始又一輪的古文推新思潮時，作為這樣的大環境底下的古文

先鋒，其困難度可想而知，故茅坤曰：“有志者茍欲出而振之，而其為力也，不尤

戛戛乎其難哉”。同是歐陽脩的《記舊本韓文后》中載： 

道故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

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里世。韓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

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

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127 

並非韓愈之文不能行其道，只是其道被遮蔽于一時。而這些遮蔽的東西便是當時所

盛行於世的時文，雖然其中有弊端，卻因韓愈一人之力過於薄弱而無法將其中之道

推廣出去。然正因為道是無法磨滅的，亦不是能夠依據個人是喜惡而左右上下的，

故在歐陽脩等人出現后，韓文之文方能盛行於世。而所謂能夠影響後世之人的文章，

“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如此一來“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這一點

恰恰是符合了茅坤自身所推行的文學理論。茅坤在明代時期反對前後七子的文學理

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他認為前後七子一味擬古的舉動只不過是一種抄襲的舉動，

他認為所謂的“崇古”應該是學習六經與秦漢時期文章中的神韻，理解古人為文時

所要表達的道。因此茅坤特別推崇韓文，乃至將韓文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位文

人代表。 

                                                             
127 歐陽脩著，《記舊本韓文后》，《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 10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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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說：“予故于西漢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

首揭昌黎韓文公愈……”128指的是在西漢以後，將起八代之衰之人皆指向一人，此

人指的亦自然要是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之言乃是出於蘇軾所寫之《韓文公廟

碑》：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糜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

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奮三軍之師。129 

西漢以後至韓愈之出，八代之文逐漸衰彌，而韓愈之文一出，八代之衰皆起。這是

蘇軾文章中所要表達的意思。雖“起八代之衰”的說法這樣的說法並非首出于茅坤

之筆，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卻將韓愈的地位更深地提高了一層。茅坤認為西

漢以後的文章，沒有一個人能像韓愈一樣復興八代文章的衰敗之像，也因此蘇軾的

意思中韓愈只不過是一位將文章的衰敗重新恢復一點生機的文人；於茅坤韓愈卻是

西漢以後所有的文人都不及一位韓愈的文章。從這裡便可看出茅坤對於韓愈文章的

重視度。 

此前的段落中，茅坤所言之韓愈皆是一種普遍概念中的韓愈。無論是關於韓

文在古文上的成就還是韓文在古文上的重要性演變或是茅坤對於韓愈的看法皆是一

種宏觀的角度。至於茅坤眼中真正的韓愈之文可見於《韓文公文鈔引》中的最後第

                                                             
128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 頁。 
129 蘇軾著，《韓文公廟碑》，《蘇詩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5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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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昌黎之奇，于碑誌尤為巉削，予竊疑其于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搯抉，

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130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亦推韓文中最佳處為碑誌：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

風神處或少遒逸，予間亦鐫記其旁。131 

“奇”、“巉削”、“奇崛險譎”皆是茅坤給予韓愈碑文的評價。對於韓文中最高

的成就茅坤亦認為當屬其碑誌。相參茅坤的《韓文公文鈔引》與《唐宋八大家文鈔

論例》，可以認為在茅坤的韓愈之碑誌與司馬遷在作文的宗旨上有相同之處；然而

在寫作方法上卻又與司馬遷還有班固的作文方式有做不同。韓愈碑誌的刻意求奇、

求變之感，使得他的碑誌備受關注，也使他少了司馬遷文章中那一種風逸的感覺。

因此也成就了韓文中的“別樹一格”。在茅坤《韓文公文鈔引》的最後一句中有言： 

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摩西來，獨開禪宗矣132 

這裡說明了茅坤認為韓愈之文的自成一家。就如同達摩祖師自西而來首開禪

宗一樣。在《文鈔》之中，茅坤對於韓愈的一些文章批註評語時也有此言，如在

《送鄭尚書序》中，茅坤評韓愈“予獨按昌黎序事，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

家矣”133，在《送李愿歸盤谷序》中，茅坤亦評“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

                                                             
130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 頁。 
131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 頁。 
132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 頁。  
133 韓愈著，《送鄭尚書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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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134這樣的論述表示茅坤承認

韓愈在古文上的成就，尤其是在唐宋時期的古文發展中。值得注意的是，茅坤再此

之前對於韓愈或韓文的觀點也許都有跡可循，然將韓文比喻為“達摩西來，獨開禪

宗”卻是史無前例的。韓愈生平不喜佛教，在仕途期間更曾因為唐憲宗太喜佛的原

因而寫了一篇《論佛骨表》文以表諫勸，而至於茅坤的時候卻將韓愈與禪宗的開山

祖達摩放在了一起做比喻，以示韓愈新開或重開一個派別。這其中的原因可說與茅

坤當時所處的情況不無關係。將達摩這一宗教的開山祖與韓愈放在同一個位置上一

概而論，可以說是茅坤的一大心機。在編選《文鈔》時，茅坤最大的用意便是打擊

當時候的“秦漢派”，為了這一目的，新的派別是必須的，新的派別所主要推崇的

目標與代表人物也是必須的。而作為被選為首位代表文人的韓愈，在文章造詣上可

謂自成一家，自宋代歐陽修起便有人將韓愈文章稱之為“韓文”，更有人相互學習

“韓文”的寫作方法。因此，以達摩來喻韓文，實際上是將韓文作為他自己文學理

論派別的一個“開山祖”，企圖將韓文也如達摩開禪宗一樣，開啟一個屬於文學的

派別宗教，使人們更相信韓文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就如同後來影響中國甚遠的禪

宗一樣，希望韓文的影響力也能為後來的文壇帶來深遠的改變。 

 茅坤對於韓文的評價自然不僅於此，而關於這一點且待下一節再細細論述。

這裡先做一個小總結，即韓文在茅坤眼中的評價無意是讚賞多過貶低的。縱使茅坤

認為韓文在神韻上尚不如漢代的司馬遷，然而正因韓文在唐代起著八代之衰之作用，

後人也才能因此而接觸更多的古文，學習古人們作文的方法。 

                                                             
134 韓愈著，《送李愿歸盤谷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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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茅坤眼中的韓愈之文又是否受了前人的影響呢？這個答案亦是肯定的。 

《舊唐書·韓愈傳》載韓愈之文： 

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

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

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

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

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序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135 

《新唐書·韓愈傳》亦載韓愈之文：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

孟軻、楊雄相表裹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

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

者，若孟郊、張藉，亦皆自名於時。136 

《舊唐書·韓愈傳》乃後晉時期的劉昫所撰，《新唐書·韓愈傳》則是宋代宋祁所

著，縱觀這兩篇文章所述與《韓文公文鈔引》所論，并不難看出其中一些相似之處。

再觀上述索引之歐陽脩與蘇軾對韓愈直觀點與茅坤之文，就能明確看出茅坤對於茅

                                                             
135 劉昫等著，《舊唐書·韓愈傳》卷一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4203-4204 頁。 
136 宋祁等著，《新唐書·韓愈傳》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5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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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之看法很大程度上皆與前人相似。故亦能推論出茅坤在思想上亦接受了這些文人

很大程度上的影響。 

 然則，茅坤在這一層次上將韓愈的地位更近一步的提升了。兩唐書雖謂韓愈

為古文推動做出了大貢獻，歐蘇二人亦對韓愈在文章的成就上有所肯定，茅坤卻是

直接將韓愈作為一個派別的代表人物推出文壇，使人們在習讀唐宋文時首要認識的

文人便是韓愈；更使韓愈文章對於後世文人學習古文時成為了一個必不可少讀的一

位人物。 

 

第二節 韓文本色 

 茅坤《韓文公文鈔引》有言：“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九首，書啟狀四

十六首，序三十三首，記傳十六首，原議論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

五十二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厘為十六卷。”137根據茅坤在引中所記，《韓愈文鈔》

共收韓文一百九十二篇。然而重新計算之後，卻發現茅坤所錄的文章篇數有錯，於

是特此更正。《韓愈文鈔》中所錄辯解說頌雜著並非二十二首，而是十九首138，

故文鈔中所收韓文應只有一百九十首，而非一百九十二首。在這一百九十首中，茅

坤對韓文中做出了“本色”的直接評價的文章有五篇，分別是《為人求薦書》、

《答陳生書》、《張中丞傳後敘》、《守戒》和《曹成王碑》；而在評論中間接表

                                                             
137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4 頁。 
138

 在此特錄《韓愈文鈔》所錄辯解說頌雜著篇名：《諱辯》、《進學解》、《獲麟解》、《擇言

解》、《師說》、《雜說》、《子產不毀鄉校頌》、《伯夷頌》、《張中丞傳後敘》、《讀荀子》、

《讀〈儀禮〉》、《讀〈墨子〉》、《送窮文》、《釋言》、《貓相乳》、《守戒》、《對禹問》、

《通解》、《行難》，共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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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韓文本色的評論則有《答劉正夫書》、《與李翱書》與《上張僕射書》三篇。

茅坤評價文章，往往三言兩語便將其帶過，其中深意卻只能自己研讀意會。在茅坤

收韓文一百九十篇中，僅有九篇文章是與其“本色”相關，然而韓文的本色卻不僅

僅只是“本色”二字所能代表的。在《答劉振夫書》中，茅坤評：“韓文公教人作

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尋常等，即公本來面目。”

139 茅坤推崇韓文，在於韓文中的自成一家、別具一格。然要寫出與眾不同的文章，

就必須要具有自身不被人忽視的本色，而在韓文中，體現出了他“本色”的特點有

以下幾個。 

首先，茅坤認為昌黎做文其首要之旨乃要人確立自己的獨特之處，不取悅于

當世之文之流行風氣，因此韓文也往往有別與人，顯現出一種“奇”的特質。在

《韓愈文鈔》中，共有十六篇文章的茅坤評論中是有“奇”字的140，而與之相關

的評論則有《與孟尚書書》、《送楊少尹序》、《畫記》與《原道》四篇；另還有

茅坤引唐順之評韓文之奇的文章有《送孟東野序》和《送何堅序》兩篇，共計二十

二篇文章。茅坤不僅會用“奇”141，“奇氣”142或“奇崛”143等字眼來評論韓文中

                                                             
139

 韓愈著，《答劉振夫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73 頁。 
140 十六篇直接與“奇”字相關的文章篇名：《應科目時與人書》、《答呂毉山人書》、《答候繼

書》、《送竇從事序》、《藍田縣丞廳壁記》、《褅袷議》、《諱辯》、《獲麟解》、《雜說》、

《行難》、《衢州徐偃王廟碑》、《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

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瘗硯銘》、《祭河南張員外文》。 
141

 韓愈著，《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23 頁。 
142 韓愈著，《答呂毉山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09 頁。 
143 韓愈著，《送竇從事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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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氣；亦會用“翻覆變幻”144、“出沒變化，不可捉摸”145、“妙”146和“變化詭譎”

147來點出自己對韓文中奇之處的看法。 

茅坤所認為的“奇”，其實是在於韓愈善用各式各樣的寓意來敘述事情的發

展經過或是傳達自己的本意。以他在元和四年為李益所寫的《送幽州李端公序》而

觀，茅坤評此文：“命意高，結體奇，轉擊從天降。”148所謂的“命意高”與“結體

奇”指的是便文章的宗旨與作文的方式。韓愈寫此文通篇幾乎皆以對白而成，先從

李益之口帶出幽州司徒公之賢，再由李益之口上諫劉益，而自己並不費多一字來描

述整件事情。是為通篇之奇處。 

 再觀他的《祭河南張員外文》，韓愈本身並非一信鬼神之論之人，卻以怪力

亂神的神秘力量之說貫穿全文，如文章中提及： 

僕來告言，虎入厩處。無敢驚逐，以我蒙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

寅其征。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149 

又寫： 

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

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

                                                             
144 韓愈著，《與孟尚書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15 頁。 
145 韓愈著，《送楊少尹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39 頁。 
146

 韓愈著，《畫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25 頁。 
147 韓愈著，《原道》，《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51 頁。 
148 韓愈著，《送幽州李端公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35 頁。 
149 韓愈著，《祭河南張員外文》，《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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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鲇，怒頰豕豞。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

遭。150 

以自然界神奇之力喻事已使人耳目一新，再者通篇皆以四字做成，讀之一氣呵成。

這樣的寫法不僅免去了祭文常給人帶來的幽怨哀傷之感，更是叫人嘖嘖稱奇。故茅

坤贊此文“奇崛鬥神鬼處，令人神眩。”151 

又如同他在應試博學宏詞科時所作的其中一篇《應科目時與人書》，通篇以

一怪物貫穿全文，雖是應試之文，卻只在結尾處點出唯一一句關於自己的句子。篇

中雖寫怪物，卻用“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152諷刺那些表面雖參加科

舉考試實際上卻是對主考官們阿諛奉承之人；再說“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

也”153譏諷那些主考官們的貪污和無能。茅坤評此文為：“空中閣樓，其自擬處奇，

而其文亦奇。”154既然是“空中閣樓”，自就代表了這文章之中的意象等等的寓意

皆是韓愈自己捏造出來的，然而即便是捏造之物，卻使文使文所喻之物皆奇，這一

點卻是韓愈之文的特點也。明末清初的金聖歎在他《天下才子必讀書》中也提到這

篇文章曰： 

亦無頭，亦無尾，竟斗然寫一怪物。一氣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細分之，中間卻

果有無數曲折，而其勢愈直，此真其筆怪墨也。155 

                                                             
150 韓愈著，《祭河南張員外文》，《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64 頁。 
151 韓愈著，《祭河南張員外文》，《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63 頁。 
152

 韓愈著，《應科目時與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25 頁。 
153 韓愈著，《應科目時與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25 頁。 
154 韓愈著，《應科目時與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25 頁。 
155 金聖歎著，《天下才子必讀書》，沈陽：萬卷出版社，2009，第 2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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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直注而下”亦是韓愈的本色之一。韓愈作文，往往珠連砲玉似的將事情的始

末敘述出來。讓人在閱讀之餘能夠隨著他的心情起伏的上下沉浸在他文章的氣勢之

中，卻不會讓人感覺厭煩，而是一種怡然舒暢的感覺。因此，茅坤評韓愈之文，亦

用“澹宕”二字來形容。 

 在茅坤對韓文的評價中，直接將“澹宕”和“奇”擺在一起評價的文章有

《答候繼書》、《藍田縣丞廳壁記》與《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三篇，用“澹”

“宕”來作為評語的文章則有八篇156；與之相關的評論有《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

詩序》、《荊潭唱和詩序》和《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三篇，共計十四篇

的文章。“澹”指的是一種使人恬靜、安然的感覺，而“宕”則有放蕩、不受拘束

的感覺。《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茅坤稱：“吞吐馳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

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 157韓文中的那一種“吞吐馳頓”、

“走赤電”、“鞭疾風”的特色正是一種宕的感覺，而在放蕩不羈中私人擁有一種

怡然自得的那種感覺正是茅坤所欲像世人展現的。 

在韓愈一篇註明的書信《後十九復上書》中，茅坤給予這樣的評語：“所見

似悲蹙，而文則宕逸可誦。”158此書是韓愈三上書宰相的第二封書信，其中所描寫的

是他欲出仕的願望，其筆調雖見悲涼，但文中卻依舊透露出韓愈自身那一種放蕩不

羈的性格： 

                                                             
156 八篇以“澹”“宕”評論的文章：《上張僕射第二書》、《後十九日復上書》、《偉侍講盛山

十二詩序》、《毛穎傳》、《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

銘》、《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新修滕王閣記》。 
157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 頁。 
158 韓愈著，《後十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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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

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159 

即使是有求于人，但所思所想所寫卻不曲卑阿諛，反之所用之語皆有二面之意。懇

切中亦透露出了韓愈對於自身的一種自信。正因韓愈的性格如此，所以所寫之文也

往往透露出一種“宕逸”的感覺。這一點亦如他在他第三封呈于宰相的書信，《后

廿九日復上書》中顯現出來：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 四海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

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

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

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160 

其中的宕然之氣儼然體現出來，其中的議論調理亦分明。故茅坤評此篇：“議論正

大，勝前篇。”161 

 除了議論之類的文章，韓愈在為他人寫墓志銘時仍舊擁有其“誌多跌宕”162

和“雋才逸興”163之處。茅坤在韓愈為劉昌裔所寫的墓志銘中評此文：“劉昌裔為

                                                             
159 韓愈著，《後十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05 頁。 
160

 韓愈著，《後廿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08-109 頁。 
161 韓愈著，《後廿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08 頁。 
162 韓愈著，《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63 頁。 
163 韓愈著，《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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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倜儻澹宕，而公文亦稱。”164不僅是認同了韓愈對劉昌裔寫墓志銘里對他的讚賞，

更是一種對韓愈之文中的澹宕的一種認同。韓愈此墓志銘的最後一句中說劉昌裔：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候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165 

墓志銘最初的用意便是為有德行之人立下銘文以供後世之人能夠有機會一睹其生平

事跡以及其功德。韓愈在為他寫的另一篇《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

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裡頭也提起了劉昌裔的為人曰： 

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秋

湧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愆。防斷不補，漬民於泉。臣耄

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災害，大臣其來。允餘之思，其可止哉。166 

四字成句，且音韻昂揚，使文在讀起來流暢之餘也不覺有一贅字。在《唐故監察御

史衛府君墓志銘》中，韓愈採取了另一種撰文方式，不全述衛中立的生平，只撰他

採藥煉金一事。文末再為衛中立留一評價為：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

述墓文。167 

                                                             
164 韓愈著，《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

第 533 頁。 
165 韓愈著，《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

第 536 頁。 
166

 韓愈著，《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韓愈全

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第 2016 頁。 
167 韓愈著，《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62

頁。 



40 
 

因不贅述其他無所為事跡，自然使文變得恬靜流暢，故茅坤評曰：“誌中無他述，

獨指採藥煮黃金一事，文旨自澹宕雋永。”168 

茅坤曾評價韓愈：“韓公生平為文，奇奇怪怪，獨於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 

169端看韓愈《荊潭唱和詩序》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

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170 

此處說的雖是作詩之道，所言卻意味深長，既是抒情亦是議論。故茅坤曰：“雋永”

171二字。若說澹宕二字往往讓人想起一種直流而下的氣勢之感，那雋永二字則是

讓人感覺一股雅緻之氣緩緩流蕩在空氣中，久散不去，且引人入勝。韓愈之文，澹

宕雋永之餘，風雅語莊並存。是以在作文中亦會出現“情直而辭婉”172的狀況。 

 《韓愈文鈔》中將婉與宕放在一起談的文章只有《新修滕王閣記》與《上張

僕射第二書》二篇，然而提起“婉”字的評論則有《與于襄陽書》、《答元侍御

書》、《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與汝州盧郎中論薦候喜狀》四篇，總計六

篇文章。辭婉對於韓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韓文以其氣度見長，對茅坤而

                                                             
168 韓愈著，《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61

頁。 
169
韓愈著，《禘袷議》，《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89 頁。 

170韓愈著，《荊潭唱和詩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01 頁。 
171 韓愈著，《荊潭唱和詩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01 頁。 
172 韓愈著，《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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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文“吞吐馳頓”、“怪者霆擊”，然而在這兩種氣勢下，韓文中的辭婉卻是能

使的其文章使人讀起來時相較的舒服。 

韓愈為新修的滕王閣作記，主角雖是滕王閣，文中卻久不書滕王閣中之事，

反之以滕王李元嬰的生平作為敘述的重點，從而帶出滕王閣的出現。茅坤認為此文

“婉而宕。”173指的是韓愈的敘事手法婉，而文氣宕。在韓文中常有此情況的出現，

就如他的一篇勸誡之文，茅坤冠以“曲”174字所評論。韓愈作文，並不常直接敘述

自己的所思所想，就如同他在勸誡李渤時並非以其中之利益動人，而是以其中之弊

出曉人以避開。他上書朝廷表態自己的意見想法之時，也常是先以其害處表自己其

利處已讓人明白他的重要性。這一點，也是韓愈的“善喻”之處。 

 在《為人求薦書》中，茅坤稱“善喻卻是昌黎本色”175，其中的善喻指的是

韓愈文章之中常出現的隱喻之語。此文章不過二百余字，卻先以匠石、伯樂雙起帶

出眾人不識真正有才華之人，而後再以伯樂喻朝中的用人之事，文雖短卻意味深長。

茅坤謂韓文善喻，卻不常在評論中直敘，在《韓愈文鈔》中僅得《為人求薦書》一

篇，其餘則是評論中蘊有其意思的文章如《送許郢州序》、《贈崔復州序》、《進

學解》、《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

公墓志銘》、《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與《柳子厚墓志銘》七篇文章。 

                                                             
173 韓愈著，《新修滕王閣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11 頁。 
174 韓愈著，《與少室李拾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61 頁。 
175 韓愈著，《為人求薦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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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善喻，不僅僅是美喻，茅坤亦認為“退之文多托之以諷”176，如《國子

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中，茅坤以為韓愈對於薛君之人先以奇為處事態度，以不同

俗為主，而後又棄奇而以人為同，此乃是“譽而諷”177之言；在《柳子厚墓志銘》

中，韓愈寫柳宗元乍看之下皆是讚譽之語，卻也有令人玩味。後世人皆知韓愈在仕

途上曾因“八司馬事件”和柳宗元在政見上站到了對立面，而柳宗元逝世以後，韓

愈卻為柳宗元寫墓志銘：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即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

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

不窮。178 

在墓志銘中，韓愈雖未對柳宗元當年與自己敵對之事不予正面批評，從“不自貴重

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這段文字中卻仍可見韓愈對柳宗元的不認同。韓

愈形容柳宗元的才能是“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卻又表達出韓愈對柳宗元的

認同。故茅坤稱其“贊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 179 

《唐故邵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中，茅坤評價：“直序，然中

有諷刺，與稱美處不爽尺寸。”180李公即李道古，乃李翱之子。自古墓志銘的文體特

點多為讚頌已故之人的德行，李道古煉制不死藥以求寵幸的做法卻極度不為韓愈所

                                                             
176 韓愈著，《送許郢州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231 頁。 
177 韓愈著，《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07 頁。 
178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30 頁。 
179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27 頁。 
180 韓愈著，《唐故邵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

2009，第 5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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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他在銘文之中寫“生而富貴，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買

宅以葬”181，隱隱透露出一種諷刺的味道卻又不失其墓志銘中要求要讚美德行的標

準。此為韓文中善喻之處。 

除了評語中有“善喻”意思的文章外，韓愈在他其他文章中也時有運用隱喻、

比喻技巧的地方出現。如《毛穎傳》中對虛設的“毛穎”的描述，毛穎本義是毛筆，

這裡的毛指的則是兔子的毛髮，然而韓愈卻將之擬人化后為其作傳，且條理分明，

論述更將毛穎與其歷史時代背景相結合，如今河北定縣一帶在戰國時期稱“中山”，

出產了許多優良品質的兔毫，故韓愈便成毛穎為中山人。再者更引了司馬遷的史記

中對毛氏一族的記載曰：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姓姬，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

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182 

此一說不僅將毛穎本不存在于歷史任何一處的事實自圓其說，更為毛穎定下了一個

歷史身份。故茅坤稱韓愈此文：“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

長。”183而韓愈借寓而諷之文亦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中借壁而諷當世之丞不盡其

職責的一篇，其中韓愈所用之語讓茅坤稱其：“詞氣多澹宕奇詭。”184 

韓愈之文善用寓意的方式表現出現，使文擁有其奇特之處；其文用字婉而其

氣宕。然而，在茅坤眼中的韓愈本色自然亦不是全無缺失處。在《韓文公文鈔引》

                                                             
181 韓愈著，《唐故邵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

2009，第 546 頁。 
182 韓愈著，《毛穎轉》，《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49 頁。 
183 韓愈著，《毛穎轉》，《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47 頁。 
184 韓愈著，《藍田縣丞廳壁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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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茅坤認為韓文中的碑誌由於會刻意求奇求變，因此雖亦有所成就，相較於司馬

遷的碑文亦是有“風神處或少遒逸”處。再觀茅坤對其他韓愈之文所做的評價，其

中一項說道： 

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本色。昌黎每自喜陳言去之，故《曹成王碑》當

亦屬公得意之文。而愚見則以務去陳言，卻行穿鑿生割，亦昌黎病處。特其識正而

語確，故學者不能譽。185 

這裡便可較明顯的看出茅坤認為韓愈文章中的缺失在哪裡。陳舊的語言雖說有時應

當舍爾不用為好，然韓愈因不喜陳言，所以在作文時常會將較老舊的言辭去掉，以

至於這一做法在一些時候導致了一種“句字生割”的情況出現。在《南陽樊紹述墓

志銘》中茅坤也說：“昌黎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除”186，文雖奇崛，句字卻不免讓

人讀起來有不相連的情況出現，未免讓韓愈的文章讀起來會有“直序中多句字生蹇

處”187的感覺。這一些特點對茅坤而言卻也是韓愈的文章中不可磨滅的本色之一。 

對於茅坤所認為的韓愈文中偶會有“句字生割”的情況，浦起龍在《古文眉

詮》中對其做出了評論： 

                                                             
185 韓愈著，《曹成王碑》，《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467 頁。 
186 韓愈著，《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35 頁。 
187 韓愈著，《唐故相權國公墓碑》，《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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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其梳櫛治兵、搜擇奇字，茅順甫以生割譏之，愚亦不敢曲護。韓子言‘陳言務去，

戛戛難哉’，非自喜之辭也，蓋惟浩乎沛然，乃曰醇而肆焉，後人動以戛戛去陳判

韓文者，恐未審也。188 

浦起龍雖然先言其不敢曲護，然後者再引韓愈曾提出的“陳言務去，戛戛難哉”之

舉說明其去陳言之難，故後人以此譏諷韓愈的文章確實是有不妥之處。此便可看出

浦起龍雖認為韓愈之文難免有因去陳言而生割處，卻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存在，指茅

坤不應該以此為評韓愈之點。而相較於茅坤與浦起龍認為韓愈之文有生割之處，曾

國潘在對韓愈的《唐故相權國公墓碑》作評論時卻以為此文：“矜愼簡練，一字不

苟，金石文字之正軌也。”189而王文濡更是直指：“昌黎序事，枝枝節節造有奇語，鹿

門譏其句字生蹇，不足以服公之心。”190 

在《韓愈文鈔》中，提及“本色”的文章有九篇；“奇”的二十二篇；“澹

宕”的十六篇；“婉”的有六篇；而“善喻”的有八篇。除去評論中有所重複處，

茅坤收韓文一百九十篇，僅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是與韓文本色相關的評論，其餘的評

論多是茅坤論韓愈的作文方式。然而，雖只有三分之一的文章評論與其本色相關，

其卻是茅坤認為韓文最大的精髓所在。茅坤對於韓文的看法皆繫於“本色”二字，

而韓愈的本色，不僅體現在了他文之結體的奇特之上，也因他的文讓人讀起來有一

種澹宕雅緻之感，而其中的婉言和善喻則說明了韓愈在作文之時善以退為進的方式

                                                             
188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昌黎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 643

頁。 
189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昌黎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 692

頁。 
190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昌黎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 6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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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事件。其所謂的“句字生割”亦是茅坤認為韓文的本色之一。看似相互無法聯

繫起來的特點其實其中不無關聯，茅坤眼中的韓愈本色也正是由此而構建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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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茅坤論柳文 

 唐代韓愈為了將當時糜爛的文學風氣矯正而提倡的古文，促使文壇上響應起

一股古文運動風。而在同一時間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唐代文人既是柳宗元。韓愈與

柳宗元雖為同一時代文人，亦同為倡古反駢之友，然其二人的文章要旨卻不盡相同。

宋初以來，韓、柳之名常並驅相提與文壇間，宋代穆修言：“至韓、柳氏起，然後

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

嚴義偉，製述如經。”191張敦頤亦提：“至今數百年，世所推尊者，必曰韓、柳，是先

生與文公之名同也。”192 

 明代茅坤編撰《文鈔》時，錄柳宗元為唐代時期的第二位代表文人，稱集名

為《柳宗元文鈔》。據茅坤在《柳柳州文鈔引》中的記敘，“予錄書啟三十三首，

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議論辯十四首，贊雑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

厘為十二卷。”193總計一百三十首文章，較於《韓愈文鈔》數量相對少了近五十餘

首。其在《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里有過這麼樣的一段見解：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為御

史及禮部員外郎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

凡若甘首，以見其風概云，然不如昌黎多矣。194 

                                                             
191 穆修著，《唐柳先生集後續》，《柳宗元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第 1444

頁。 
192

 張敦頤著，《柳先生歷官紀》，《柳宗元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第 1430

頁。 
193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84 頁。 
194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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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概能夠為茅坤心目中柳文的形象做一個注釋。茅坤所認為的“多沿六朝之遺”，

說的其實是柳宗元在尚未被貶謫以前的文風，其中就包括了駢文中綺麗的文章寫法，

所以茅坤所選錄的柳文，大多是在柳宗元被貶謫以後，文風出現變化后的文章。然

而相較於韓愈，茅坤對於柳宗元之文究竟存在著何種看法？其是否認為柳文不如韓

文？茅坤為何會有對柳文有此評價？前人對柳文的看法是否也影響了茅坤如何看待

柳文？在此章節中，引述的部分將分為兩小節。第一節將視角從茅坤為《柳宗元文

鈔》所著的《柳柳州文鈔引》入手，解析茅坤對柳宗元的評價，以及此評價的由來

與是否受前人影響的問題。完成以後，再進入第二節延續此前的課題將茅坤對柳文

的評價做歸類，解析其中原因以建構出明代的茅坤究竟如何論唐代柳文。 

 

第一節 柳文的相輔展翅 

明代茅坤在為《柳宗元文鈔》做引時，所著的篇幅並不大，僅二百九十三字。

因茅坤論柳文的方式與其論韓文的方式並不同，故此章節論《柳柳州文鈔引》的方

式亦會與論《韓文公文鈔引》時有所不同。《柳柳州文鈔引》可分成兩個部分來論，

第一部分談韓文與柳文的差異；第二部分則談茅坤眼中柳文的總特點。 

《柳柳州文鈔引》第一部分載：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宗元相為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

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為多，而柳州則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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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抑亦

千年以來矌音也。195 

在上一章“茅坤論韓文”中已提過韓文在唐代古文的發展中可謂扮演著一名先鋒的

角色，而每一位先鋒的身邊通常亦會跟隨著一位能夠與之披靡而又相輔相成的人物。

在韓愈身處的時期，身邊雖然亦擁有能夠幫助他在古文推動上有所成就的文人，但

能夠與之相輔相成的文人，在茅坤眼中則是非柳宗元莫屬。在《柳柳州文鈔引》中，

茅坤提出了 “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196的觀點。因為有了這兩者

之間的相互合作，才使得當時候的文人開始知道“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

漢之書不以觀”197的想法。然則，所謂的“從而合之”並非說明在茅坤心目中柳文

的文學地位並不如韓文。茅坤所言的“相為羽翼”其實是將柳文與韓文的價值相提

並論，二者是站在同一個立足點之上的，因此才會有 “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

而其勁悍泬寥，抑亦千年以來矌音也” 的言論。 

清代的張伯行在其《柳文引》中曾言：“然季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

熊絕，亦韓所不及。”198這個觀點雖是清代文人眼中的觀點，然而亦可說明了韓、

柳文在清代人的心中其實是各有千秋的。柳文中的醇正之氣也許並不如韓愈來的渾

厚，然而柳文中獨有的氣格亦是韓文所無法披靡的。就明代以前的文獻記載而論，

在《舊唐書·柳宗元傳》中曾載：“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

                                                             
195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83 頁。 
196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5 頁。 
197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 頁。 
198 張伯行著/編，《柳文引》，《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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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199宋祁的《新唐書·柳宗

元傳》亦說：“宗元少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200既是被當時候

的文人所推崇，那便足以說明了柳文在唐時期的地位并不遜於韓文。再更清楚的說，

柳文在唐時期的地位其實是高於韓文的。這是因為韓文真正盛行起來的時期是宋代

歐陽脩推廣以後，然柳文卻是“當時流輩咸推之”的。 

 然而，茅坤雖不認為柳文亞於韓文，在撰寫《柳柳州文鈔引》時以韓文的特

點為首而後再點出柳文的特點的原因有二，其一在於于唐以後因歐陽脩推韓文，以

至於文人們多談韓文而柳文則常與韓文並驅而駛，故而後世的人們亦受其所影響，

在談柳文時常與韓文相提并論；其二則是先前在上一章中亦曾提起的，茅坤寫引有

參考了新舊唐書的本傳，那推算起來就表示了茅坤的文學接受受到了宋代宋祁和歐

陽脩的影響，而歐陽修和宋祁在為柳宗元寫傳時受了韓愈的影響，因此在茅坤筆下

才會產生這一種“以韓文論柳文”的情況出現。這也是茅坤在論韓文與柳文時一個

極大的差別，在論韓文時茅坤將其著重點放在了韓文的重要性及代表性；然而在論

柳文時茅坤卻將其著重點放在了韓文及柳文之間的差別和特點。這樣的寫法不僅能

夠突顯此二者文風上的差異，亦彌補了茅坤在撰《韓文公文鈔引》的時候僅用一二

句話語便帶過的韓文特色的不足處。而這種“以韓文論柳文”的寫法在後世清代里

也可參見，下述例子為張伯行的《柳文引》，描寫柳文特色的方式與茅坤在《柳柳

州文鈔引》第一部分所用的寫法是差不多的： 

                                                             
199 劉昫等著，《舊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4213 頁。 
200 宋祁等著，《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5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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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

突襲，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獄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

柳則峨眉天姥，孤峯矗云，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並稱

千古，豈虛也哉！201 

相參上述例子以及茅坤所寫的引，便可以十分明確地看出柳文雖然常與韓文相提並

論，卻其實此二人之文其實是各有千秋。而相較於韓文的文起八代，柳文的相輔展

翅雖看似地位遜於韓文，可實際上此二者是站在同一個地平線上供後世習古文者參

考摹擬。 

 解決了《柳柳州文鈔引》的第一部分的論述以後，在進入第二部分以前，首

先要知道的是關於柳文的一些特色。在引的第一部分可見茅坤對柳文特色的其一總

結是“勁悍泬寥”。在《新唐書·柳宗元傳》裡頭有這樣的一句話： 

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崔駰）、蔡（蔡邕）不足多也。”

202 

韓愈評柳文為“雄深雅健”，說的是柳宗元整體的文章。而在《柳柳州文鈔引》中，

茅坤針對柳宗元所寫的書信文章與遊記文章，也有其類似的評論： 

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

掩卷累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諸記，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記，

奇矣哉！203 

                                                             
201 張伯行著/編，《柳文引》，《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 頁。 
202 宋祁等著，《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5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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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所說的是柳文的整體感覺，而茅坤則是在韓愈的說法上更進一步地論述了柳文

中的書信文章與遊記文章的特性。與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描寫對韓文的觀點

的不同之處在於，在《柳柳州文鈔引》引中，茅坤不僅明確地表示出其對柳文的看

法，更舉出了三篇文章為例來加強自己所提出的觀點。文章中的《許京兆》、《蕭

翰林》諸書，其實是柳宗元在被貶永州司馬時與許孟容和蕭俛之間的書信；而《鈷

鉧潭》則為其在永州上任時游鈷鉧潭后所寫的一篇記。觀此三篇文章的相同處，皆

是柳宗元受貶之後所著，由此可見茅坤對柳文的重視是在其受貶之後所書之文章。

在《寄許京兆孟容書》（即上述所表之《許京兆》）中茅坤有這樣的一個評價：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氣似嗚咽蕭颯矣。予覽

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及復故人書，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晚年深吾禪宗，孤獨超脫，

較子厚相隔數倍。204 

之所以說這篇文章能與太史公司馬遷的文章相參，是因為兩篇文章中“氣似嗚咽蕭

颯”的部分非常相似。這是由於相較於韓文的摒棄陳言，柳文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

時常參考了魏晉以前文章的精髓。在《與蕭翰林俛書》（即《蕭翰林》）中，茅坤

給予的評價是：“一悲一笑，令人破涕。”205，在引中卻也說“似與司馬子長《答任

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卷累欷者久之。”在這兩封書信來往中不難看出柳宗元對於

自己被貶官始終抱著追悔和其才華有所不遇的想法，他以一種悲鳴的語調在述說著

自己的心情。文中說： 

                                                                                                                                                                                     
203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84 頁。 
204 柳宗元著，《寄許京兆孟容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11 頁。 
205 柳宗元著，《與蕭翰林俛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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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

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 非獨瘴癘為也。

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206 

又說： 

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

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207 

此二句皆是柳文中悲愴哀鳴的代表。茅坤曾言：“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

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

而其辭氣環詭狄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乎

之道，當與昌黎並驅，故錄其可誦者。”208柳文之所以悲愴，自然除了柳宗元其自身

所思所想外還有受其文章所影響之故。這些觀點特特別反映在柳宗元的書信文章上。

司馬遷的《答任安書》以其中的氣之悲鳴為代表，柳宗元被貶永州后將時間與心思

漸漸從政治上轉向了文學。 

 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中載：“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206 柳宗元著，《寄許京兆孟容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11-712 頁。 
207 柳宗元著，《與蕭翰林俛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28 頁。 
208 柳宗元著，《與李翰林建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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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209這也說明了柳文的成就確實是在被貶以後才開始

輝煌起來。是以其中的摹擬之氣息，亦是茅坤對柳文的其中一個看法。 

 而相較於悲愴氣息濃厚的書信文，柳文中另一個被茅坤極其看重的便是其中

的遊記文。雖在引中茅坤僅以《鈷鉧潭記》為代表，然所編入《柳州文鈔》中的遊

記許多皆是讓他以“奇”210字為評語的，這一點在下一節中將會更詳細地探討，現

在先讓焦點專注于引中的《鈷鉧潭記》。 

 對於柳文中的遊記文，茅坤的評價是：“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

也記，奇矣哉！”211所謂奇，乃是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情境與柳宗元在文章之中以

小景逐大觀的本事。要描寫鈷鉧潭，僅以“清而平者且十亩餘”212幾字便將全貌的

輪廓描寫出來。更奇的是此文章與先前的書信相同都是在被貶之後所做，所給人的

感覺卻是如此的不同。文末一句“孰使人樂居夷而忘故土者”213雖能讓人感覺到其中

的淒楚，卻終究與書信中的大悲大愴相異，給人一種淡淡的憂傷淡淡的憂愁之感，

更添悲傷。 

 在進入下一節更深入地探究茅坤如何論柳文之前先在此做一小結，茅坤在撰

寫《柳柳州文鈔引》時篇幅雖短，所撰方式亦非以柳文為中心，然亦可看出柳文在

茅坤心中的地位其實與韓文不相上下，且各有千秋。其所作之文的方式僅是因為受

到了前人文章與風格的影響。茅坤對於柳宗元的看法淵源，除了是其自身對於柳文

                                                             
209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第 2409

頁。 
210

 柳宗元著，《鈷鉧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29 頁。 
211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84 頁。 
212 柳宗元著，《鈷鉧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29 頁。 
213 柳宗元著，《鈷鉧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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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讀與詮釋，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受到了韓愈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茅坤筆

下的柳宗元與兩唐書中的柳宗元的神似度上看出來。在兩唐書中對於柳宗元作文的

形象與特色並沒有過多的解釋，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兩唐書中關於柳宗元的記

載其實也參照了韓愈為柳宗元所寫的墓志銘中柳宗元的形象，故此也可以說明茅坤

對於柳宗元的看法其實是繼承了韓愈對柳宗元的看法。然則，茅坤在韓愈對於柳文

的觀點上做了進一步的解析，除了將柳文的特色於他所錄的《柳宗元文鈔》中一一

解析，對於韓愈僅評價了柳文的總體特色這一點，茅坤是做了更細緻的分類的。柳

文在茅坤眼中的形象從這一點看來便更值得再做更深一層的論述，這些都將會在下

一節中一一敘述。 

 

第二節 柳文文道 

 茅坤收柳文一百三十篇入《柳宗元文鈔》，其中有書啟三十三首，序傳十七

首，記二十八首，議論辯十四首，贊雑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

從這裡可以看出茅坤對於柳文中書與啟的文體是相對重視的。茅坤稱柳宗元“最失

意時最得意書”214，指的是柳宗元在被貶謫以後與友人所通的書信文章，柳宗元被

貶謫以後，由於將時間心思皆投入文章裡頭，在文學的造詣也相較於從前的好。對

於柳宗元貶謫前的文風，茅坤亦有過這樣的評論：“其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

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概云”215。

                                                             
214 柳宗元著，《寄許京兆孟容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11 頁。 
215 柳宗元著，《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0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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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柳文發展於茅坤而言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乃為其在京任職時文章，其

風格“大都未免為唐以來四六綺麗之遺”216；而後期方受則為其貶謫以後，其文風

“文近於西漢矣”217。 

柳宗元被貶謫之柳州之後曾經書信給李建說起自己被貶謫的心情與近況：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什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

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218 

被貶謫以前的柳宗元可謂將全副心思放在仕途之上，一心致力於政治上的革新運動，

以至於在為文為章上的成就並不突顯。然而貶謫以後，柳宗元將時間與精力皆運用

在做文章之上。韓愈在柳宗元逝世以後為其做墓志銘時曾曰：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即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然子厚

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

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219 

將身心皆投入至文章中的柳宗元在這時候再度拾起書本開始閱讀起來，此時的文風

亦因此而有了轉變。故韓愈的墓志銘中言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

者”。而縱觀茅坤對於柳文的評價，可從其編撰《文鈔》時所著之《唐東八大家文

                                                             
216 柳宗元著，《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117

頁。 
217 柳宗元著，《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1117

頁。 
218 柳宗元著，《與李翰林建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09 頁。 
219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第 24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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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論例》中觀，其言也：“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

也。”220 

 《柳宗元文鈔》的茅坤評論中有所提及“道”的文章有兩篇，即《與李翰林

建書》和《與楊誨之疏解車意第二書》；有所關乎道的文章也有兩篇，即《答韋中

立論師道書》和《柳宗直西漢文類序》。這僅四篇的文章雖只佔了柳文評論中極小

的一部分，卻是茅坤所論柳文之中最重要的要旨。在對柳文的評論之中，茅坤所論

及最多的便是柳宗元作文的文法。然而零零散散的評論並不足以讓人將柳文中的作

文文法總結出來。在深一層地說，柳文的作文文法其實正是基於柳文的文道所體現

出來的，因此在柳文之中，文道其實佔了相較其文法更重要的位置。柳宗元的文道，

則體現在了幾個方面。 

 首先，先來看一段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自白：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 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

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 本之《詩》以求

其恆， 本之《禮》以求其宜，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本之《易》以求其動，此

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 參之《孟》、《苟》以暢其支， 

                                                             
220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安徽：黃山書局，2010，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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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之《莊》、《老》以肆其端， 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離騒》以致其幽， 

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221 

茅坤認為這一篇文章能夠代表柳宗元其生平之文的大宗旨。茅坤說：“子厚中所論

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雲要之，亦本於讒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

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漪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

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耳。’”222，更稱讚這篇文章是柳文書信中寫得很好的

一篇。在這一篇書信中，柳宗元明確地表示了他所讀的每一篇文章與聖賢之書之於

他而言都有著不同的喻示，因此他每一次寫文章皆“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未嘗

敢以怠心易之”、“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而對於茅坤之

前所言柳文中擁有的關於司馬遷之文的神似處，亦能用柳宗元在這封書信中亦以

“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來回答。柳宗元與韓愈的性格并不太一樣，讀書做文章的

方法自然也會因此而有所不同。韓文因韓愈將所學所讀所思所想皆溶於其身心再書

寫出來，因此寫出來的文章並不會擁有太多的陳言，文章中也因此有別於他人的奇

妙出；而柳宗元則因將所學所讀皆作為一個模範、導向，故此在文章之中常出現一

些神似的摹擬之跡，然這類跡象卻不是一味的可以模仿，亦是經過自我的內在吸收

之後轉而運用一些古人的基調來加強自己所欲表達的東西。 

 關於柳文中的摹擬之跡，茅坤在整理柳宗元文章時亦將此現象作為對柳文的

其中一個看法記錄在評論中。在《柳宗元文鈔中》，有提及關於其摹擬之跡的評論

有三篇，即《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天說》和《設漁者對智伯》。僅三篇的文

                                                             
221 柳宗元著，《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90-791 頁。 
222 柳宗元著，《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87 頁。 



59 
 

章卻也是柳宗元文道所指的方向之一。柳宗元的文章中沒有過多關於摹擬的評論，

其中一個原因可歸於茅坤當時的選文標準。既然當時候的茅坤所選的文章是欲抨擊

“秦漢派”文章中的一味擬古，那麼在他選擇的文章中自然就不能擁有過多文章是

擁有摹擬的跡象的。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茅坤仍錄了柳宗元文章中擁有摹擬跡象的

文章。且佔了近全文集中的百分子三的位子，便說明了柳文中的這個特色是應該讓

學習古文的人所知道的。另外一點必須說明的，是柳宗元文章中的摹擬之跡並不在

於文章中逐字逐句的仿擬，而是一種氣度上，文章中的意思上的相似。就如茅坤在

《柳州文鈔引》中有言“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

相上下，欲為掩卷累欷者久之”223，所欲說明的是柳文中與司馬遷文中那種悲愴悲涼

的氣息上的相似。而除了這兩篇書信以外，在《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中，茅坤認

為其乃“全學李斯《逐客書》”224之作，這裡的“學”，指的是其文章之中說服人

的作文方式。柳宗元此文乃寫於其姐夫崔簡的書信，崔簡服石鐘乳中毒，卻“以為

土之所出乃良”225。為了勸誡他，柳宗元便仿秦朝李斯上書秦始皇的《諫逐客書》

寫法，信中所言“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悝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

粗礦燥悍所中，俱傷子敬醇懿，乃習謬誤”226的開頭便是其學《諫逐客書》中“臣聞

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227的證明。李斯在文章之中運用了比喻、對比、排比、反

問等多種修辭手法，且結合了其人事、地理位置等的知識來勸誡秦皇；柳宗元亦在

這樣的作文方式上從為崔簡健康的角度出發，書了這一封信給他。由此可見，茅坤

                                                             
223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684 頁。 
224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43 頁。 
225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43 頁。 
226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43 頁。 
227 李斯著，《逐客書》，《李斯集輯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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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錄其有摹擬之跡的文章，所欲指的摹擬卻與“秦漢派”的宗旨是大不相同的。

  

 《新唐書·柳宗元傳》中有云：“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

感憂鬱，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側。”228這裡說的是柳宗元受貶謫之

後的心情感受，亦說柳文之中所透露出來的悲愴之氣。除卻上節中所談到的兩篇書

信以外，柳宗元在其他文章之中亦有著這樣的悲愴之感，而這樣的情感宣洩往往都

是體現在了柳宗元貶謫永、柳以後所做的文章。在《柳宗元文鈔》中，共有十一篇

文章的評論是在說柳文中的悲愴之氣。229在這些以悲愴之氣為文章主要基調的作

品中便有七篇文章是書信，從這些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被貶謫以後的文風轉變。 

以《答貢士廖方論文書》為例： 

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

輕薄小兒嘩囂，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而去遠之。230 

“中多自矜，亦自悲愴”231，此八字乃是茅坤對於這篇文章的評語，從一開

始的在京城中“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不少焉”的情況轉至被貶之

後“益為輕薄小兒嘩囂，群朋增飾無狀”，“舉將而去遠之”的窘境，茅坤所言是

為前者，而悲愴之氣則為後者。柳宗元在信的文末說：“即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

                                                             
228宋祁等著，《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5132 頁。 
229 十一篇與“悲愴”有關的文章：《與李翰林建書》、《寄許京兆孟容書》、《與楊京趙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與裴塤書》、《答貢廖有方論文書》、《上李夷簡相公書》、《陪永州崔使

君游宴南池序》、《送李渭赴京師序》、《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又祭崔簡神柩歸上

都文》。 
230 柳宗元著，《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99 頁。 
231 柳宗元著，《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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詬罵也”232，全然表達出了柳宗元對於自己被貶之後的心境轉化其實是處在一種悲

觀消極的狀態的。雖然柳文在悲傷語調之際亦有一種“文似悲颯”233之感，然這一

點也依舊無法掩蓋其中的悲愴之情。 

除了書信來往的文章以外，以《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來端看亦可看出

柳文中的悲愴語調，茅坤評此文曰：“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234”

柳文顯露出來的瀟灑，是一種觀天地之間自然萬物自然生長而成的一種自然感官，

在文章之中，他說：“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

暮之春，征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影，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

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235看似瀟灑中帶有宕宕之氣，

以景喻人，以人托景。然而，在文末的：“予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

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誌之。”236卻又透露出了他對於自身被貶之事，感覺從此不會

再被重用而鬱鬱寡歡。 

 除了摹擬之跡和悲愴以外，柳宗元的“辯”構成了他文道中的其中一個十分

重要的部分。在《柳宗元文鈔》中，有九篇文章的評論是關乎其辯的237。在《與

                                                             
232 柳宗元著，《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99-800 頁。 
233 柳宗元著，《送李渨赴京師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863 頁。 
234 柳宗元著，《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857 頁。 
235 柳宗元著，《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857 頁。 
236

 柳宗元著，《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858 頁。 
237 與“辯”相關的九篇文章：《與韓愈論史官書》、《答元饒州論春秋書》、《〈論語〉辯二

篇》、《辯〈列子〉》、《辯〈文子〉》、《辯〈鬼谷子〉》、《辯〈晏子春秋〉》、《辯〈亢倉

子〉》、《辯〈鶡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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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論史官書》中，茅坤說“子厚之文多雄辯”238，不論是他在京為官之時或是他

被貶謫之後。除了那九篇有提及關於“辯”的評論的文章外。柳文中其實處處可見

其“辯”之處。 

柳宗元的辯文被茅坤喻為“千年以來罕見者”239。從孔子的《論語》到鶡冠

子的《鶡冠子》，或長或短，茅坤評其說：“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

摩，而柳子厚為之辨析，並有指歸可觀覽”240。以《〈論語〉辯二篇》為例，上篇辯

以考證《論語》書於何人之手，以“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

之為也”241為證，說《論語》其非出於孔子弟子而乃孔子弟子的弟子之手；下篇則

辯以孔子之道，曰其“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

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然無

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雲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誌也，無容問對於其間”242。一條條

一列列清楚的辨析論證，說明古代文人們治學的態度乃是由有疑處發證明以證其之

實。另一篇《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

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戾峭薄，恐其妄言亂世，

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

                                                             
238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71 頁。 
239

 柳宗元著，《〈論語〉辯二篇》，《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85 頁。 
240 柳宗元著，《辯〈列子〉》，《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89 頁。 
241 柳宗元著，《〈論語〉辯二篇》，《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85 頁。 
242 柳宗元著，《〈論語〉辯二篇》，《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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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

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243 

其文雖短，卻已集結了《鬼谷子》之書之出落以及其對後世之人的影響，還有各家

之人對其的看法和柳宗元自己對此的辯解。除了柳宗元的辯文之外，先前提過的

《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為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文章之中柳宗元為了能夠說服崔簡

服食石鐘乳的斃，從文起至文末著實未有一處不在辯。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

離奇液瞞，空中枯立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蜿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

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西子之裡，惡而矉者，

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

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慄者，皆可以謀謨于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

異於是物哉？244 

文中舉出了各種物品以及其用處，看似是贊同崔簡“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

的觀點，但尾句一“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卻又以反問的方式說

明了上述所言不過是牽強附會之詞。然這以說法並不代表柳宗元上述所舉例中所言

皆為錯誤的，這里的牽強附會，不過是針對崔簡所說對石鐘乳“土之出者”的看法

                                                             
243 柳宗元著，《辯〈鬼谷子〉》，《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93 頁。 
244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44-7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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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為正確，然其“固多良而少不可”卻不是。故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柳宗元將敘述

的角度由此轉向了藥理上的知識，從而得到了“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著，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

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245的結論。 

在其《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中亦可看出柳宗元文章中善辯、好

辯的特性。茅坤雖評此文為“意氣淋漓”246，然此淋漓意氣處除指文章首尾連接處

使人讀起來一氣呵成，亦是因為文章之中的雄辯之處使人閱之身心舒暢。此乃柳宗

元上書欲留陽城之書，文中從“聞之悒然不喜”處論到而後的“逐寛然少喜”再到

“撫手喜甚”處，看似柳宗元雖對陽城被調離京城之事深感寬慰，實卻有為陽城不

平之處。再看以後柳宗元論古時學生與現今學生之間的求學態度，以帶出最後其欲

論的陽城的師道。由頭至尾，環環節節相扣甚好。故茅坤方評其為意氣淋漓。 

 而提到柳文之辯，不得不提之處便是其與韓愈論史官職務之書。茅坤說“子

厚之文多雄辯，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247，又引了唐順之的：“提其原書辯處，有顯有

晦，錯綜成文”248來評價柳宗元此文之中的辯處。這裡提到的“原書”說的是韓愈

先前寫的一篇《答劉秀才論史書》中提到關於自身對史官的看法。柳宗元《與韓愈

論史官書》云： 

                                                             
245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45-746 頁。 
246

 柳宗元著，《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39

頁。 
247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71 頁。 
248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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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

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 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

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 

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

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也？249 

此段文章中，柳宗元先提韓愈對史官的看法，再提自己對史官的見解以辯之。然，

茅坤雖言其“卓犖峭直”，亦說此文章“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涵，文如珠灌” 250。

這一見解應是因為柳宗元每每在辯之中會過於強求其文其事的條理性，因此在書文

之中便少了韓文中那一種渾然天成，仿佛不需要加以修飾便可文如珠灌的感覺。而

柳宗元的這一毛病在其他文之中亦可見得，茅坤說：“子厚每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

態。”251此一態度說的便是文章中會給予人一種混雜不分的感覺，這樣的感覺被茅

坤稱為“漫溷”，在《與李睦論服氣書》中可見得。漫溷處為：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仇者失望而栗，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

刲羣羊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

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誌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

懌欣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

                                                             
249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72 頁。 
250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71 頁。 
251 柳宗元著，《與李睦論服氣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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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

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252 

雖論服氣，至篇末柳宗元卻仍僅以“椎肥牛”、“擊大豕”、“刲群羊“、“窮隴

西之麥”、“殫江南之稻”等從旁議論和氣，而無一字正言服氣說。故茅坤言其給

人一種混雑不分之感。然呂留良卻說茅坤此評價乃“是未識立說之用意耳”253。可

見柳文之於茅坤雖有不足處，在其他文人心中卻未必如此。 

 而茅坤稱柳文“奇”，此柳文之奇與韓文之奇卻亦有不同之處，韓文之奇，

奇在其理論善喻處；柳文之奇有二處，一奇在其善辯之處；二奇在其遊記之文。在

《柳宗元文鈔》中，與“奇”相關的評論的文章有十二篇。254 

在《全義縣複北門記》中，茅坤引了唐順之的“小題亦作議論”255指出了此

篇文章的奇處。柳宗元在文章之中論賢、愚之分，以“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256

為文章做立論，以“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257將賢與愚之別處區分開來。

此文亦是柳文之辯，然其辯卻因柳宗元 善辯、好辯的特色而展現了其奇特之處。

而在另一篇《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的文章之中，柳宗元寫“以示其無有，而足下

                                                             
252

 柳宗元著，《與李睦論服氣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751 頁。 
253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柳州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 986

頁。 
254 與“奇”相關的十二篇文章：《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童區寄傳》、《全義縣復北

門記》、《零陵三亭記》、《桂州訾家洲亭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

西小丘記》、《袁家渴記》、《永州萬石亭記》、《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255 柳宗元著，《全義縣複北門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04 頁。 
256 柳宗元著，《全義縣複北門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03 頁。 
257 柳宗元著，《全義縣複北門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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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258，以辯其“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259。文章雖

似辯，然亦可觀其奇之處。 

 除了將柳文顯露在其“雄辯”之處的“奇”點出來以外，茅坤亦將柳文中往

往給予人一種耳目一新之感的遊記之文也點出其中的“奇”所處來。這一種“奇”，

與上述所說的奇不一樣，前者的奇發於柳文辯之處，為了將他想辯的部分更加完整

的發揮出來而引發出另一種讓人感覺奇妙的敘述法。而現在所將述之奇，則是發於

柳宗元在遊玩之時所有的“好奇”、“探奇”之心。茅坤云：“公之好奇，如貪夫

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260柳宗元的遊記文多寫於他被貶謫之後，茅坤曰： 

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峭壁，及清泉石怪，而子厚適以文

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

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奧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

厚非予欺。且恨永州之外，其他勝概猶多，與永、柳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

傳焉。抑可見天地間，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並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

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261 

上述中說的“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

以發子厚之文”著實是茅坤對於柳文遊記文中最佳的見解。柳宗元被貶謫至永、柳

州以後至其逝世都沒有再被召回京城，而他的遊記文也多是在此時才得以寫下的。

以其《始得西山宴遊記》而論，其文寫地理風景遊玩心得，亦寫出了始得之趣味。

                                                             
258

 柳宗元著，《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826-827 頁。 
259 柳宗元著，《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827 頁。 
260 柳宗元著，《鈷鉧潭西小丘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31 頁。 
261 柳宗元著，《游黃溪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23-9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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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寫未知西山之奇而欲游西山，欲游西山之時方知西山之奇，后又寫因醉臥至夕暮

終覺未游西山，卻說“然後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262。這一場從未游至欲游

而後看似未得游卻為始游的遊記，在中途所描寫的山丘風景讓人讀之如若身在其山

中，讓人看見了柳文的奇之處，故茅坤曰其文：“公之探奇，所響若神助。”263 

又觀另一遊記《零陵三亭記》，題為“三亭”自便是由柳宗元游三亭之後所

寫成的文章。此三亭根據高海夫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中的註解曰：“三

亭，在東山之麓，一曰讀書亭，二曰湘秀亭，三曰府清亭。”264此遊記文的妙處在於柳

宗元借游寫政，再由政寫游，如此一來一往交互出來所想表達的是游與政之間互助

相輔的關係。文中第一段書柳宗元對游政之間的想法：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憤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

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265 

柳宗元認為政與游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君子必有游息之物”而後才能“理

达而事成”。游息之物指的是其休息玩樂的地方，只有擁有了足夠的休息和保持愉

悅的心情才能使事物皆獲得更有效率的辦事態度。三亭為薛存義所做，其中的設備

與其周圍的景色皆為“高明游息之道”，柳宗元十分喜歡這個地方。且柳宗元在文

末亦曰： 

                                                             
262 柳宗元著，《始得西山宴遊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28 頁。 
263

 柳宗元著，《始得西山宴遊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27 頁。 
264 轉引自高海夫編，《零陵三亭記》（注一），《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8，第 1176 頁。 
265 柳宗元著，《零陵三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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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為政之

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

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

子曰：“吾志也。”遂刻之。266 

次段落中柳宗元反復辨析究竟游息是否會對處理政事上起得一種不好的影響，最後

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始終認為遊

玩與政事是需要一起存在的。對於柳宗元如此特別的遊記，茅坤認為此文章是：

“撈籠勝概，卻又別出一見解。”267宋代趙善愖在《柳文後跋》中亦說：“此殆子厚

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為之助，相與感法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遣言措意

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268 

 在這裡做一個小總結，《柳宗元文鈔》中茅坤評論其“文道”的文章有四篇；

“摹擬之跡”的有三篇；論其“悲愴之氣”的有十一篇；談及“辯”的則有九篇；

最多的是關於“奇”的評論，有十二篇，總計 39 篇的文章。這樣的比例只稍稍比

茅坤對於柳文其他評論中的四分之一多一些。然而，就如上述所言，茅坤其他的評

論多論柳文中的文法，並未即柳文的特色。柳文的文法是技巧，卻不是茅坤在編撰

《文鈔》時首要的重心，提及文法，不過是讓爾後習古文之人曉得其中的作文要旨，

然茅坤更重視的其實是文章中的精髓。故，柳文中的文法可以說是建立在柳文中的

文道之上的。一個人若知曉其作文方法卻不能領略作文時的精神精髓，那麼寫出來

                                                             
266 柳宗元著，《零陵三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10-911 頁。 
267 柳宗元著，《零陵三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09 頁。 
268 趙善愖，《柳文後跋》，《柳宗元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第 1454-1455 頁。 



70 
 

的文章必然會顯露出其空洞的意思。柳文之文道，從其雄辯之處到其奇之見解，能

體現出柳宗元在文學上的造詣，而其文章之中的摹擬之跡以及悲愴之氣，則能看出

柳宗元的人生經歷。而這一些特點，也便構成了茅坤眼中柳文的獨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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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從茅坤的背景與其文學理論開始論述直到後來他對韓、柳二人之文的看法，

明中葉時期的茅坤在其文學理論上並非一味推崇唐宋時期的文章，而是推崇這兩個

時期的文章之於亦推崇秦漢時期的文章。然而為了區別他與當時候盛行的“秦漢派”

的文學理論，茅坤比起秦漢時期的文章更著重欲使人們看到唐宋時的文章。其中的

原因有二，一是“秦漢派”打著“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標準積極推崇崇古擬古

的寫作方法，這對於茅坤而言是一種剽竊的行為，為了反擊，他打出了唐宋時期的

散文，目的是告訴世人秦漢以後亦有可觀可學的文章；二為選入《文鈔》的唐宋時

期的文人們因為駢文盛行的關係在當時積極推動古文運動，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文

人所寫出來的文章往往都是崇古，卻又因承載著自己的“道”而不之於擬古，而茅

坤文學理論的核心則在於吸取古人文中的道再轉化為自身寫文的養分，故唐宋時期

的文章對於茅坤當時候要表達的文學理論是相較於秦漢時期的文章更加合適的。 

 茅坤會將韓愈與柳宗元二人選入《文鈔》之中并將他們作為整部《文鈔》的

首要位置，除了是表現出了茅坤的一種文學繼承的觀念，亦是因為韓愈的文章自秦

漢文章漸沒以後出於唐代時就猶如一種忽然崛起的信念，像蘇軾先前提過的一樣起

著一種“文起八代之衰”的動力，而茅坤的文學理念亦需要一位這樣的文人來宣揚

和繼承；而柳宗元作為在唐代時期能夠與韓愈相互並肩的文人，其文章中亦涵蓋了

茅坤所推從文學理念，因此選此二人進入《文鈔》就變得勢在必行。 

 茅坤對於韓文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其本色。《韓愈文鈔》中雖不多提及與韓愈

本色相關的文章評論，然整理茅坤對韓文的觀點之後，韓文本色卻是貫穿了韓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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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核心所在。無論是韓文中顯露出來的奇特之處，亦或是文章中的澹宕之氣，

還是韓愈擅長以退為進的婉言與善喻，都構成了韓文中最奇特的存在。更進一步的

說，茅坤對其他文章作文執法的評論可以說是在韓文本色上建立起來的。 

 對於柳宗元文章中的文道也一樣。僅觀《柳宗元文鈔》中評論雖看似沒有與

柳文文道相關的文章，然而整理評論以後且能夠看出茅坤對於柳文中一套自己文章

要旨十分推崇，在柳文中的摹擬之跡，看似擬古卻並非如此，而是柳文中善於以古

人知道論自己之道的一個方法。柳文中悲愴之氣看出了柳宗元被貶謫後的心境轉變，

亦是茅坤認為柳文文風轉變的契機；雄辯之氣中的奇氣，這二者可謂自成一體又相

輔相成，使得柳文中往往透露出一種使人眼前一亮的感覺。這些特點，也構成了茅

坤眼中獨特的柳文文道。 

 在研究完成以後，使人感到好奇的，是韓文與柳文經常會被拿來比較。有認

為韓文勝於柳文；有的則認為柳文好過韓文。尤其因為二者的文章學術淵源皆有不

同，故此出現風格不一的情況其實是必然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辨別二者文章特點

中的高低，是極度困難，且最終亦會演變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然而在

茅坤的觀點里，韓文與柳文其實是各有千秋。韓文中有勝於柳文的地方，亦有較柳

文而言較為遜色的特點。 

 在這份研究完成以後，深感對於茅坤論其韓、柳文中觀點其實尚有可以或深

入或擴充研究的方向。尤其是對於茅坤以前的文人如何論韓、柳文；茅坤以後的文

人怎麼論韓、柳文，都有其可發揮并更能深入了解茅坤對於此二者的文學接受的地

方。故此希望在研究結束以後，仍能夠繼續進行更多關於茅坤文學接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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